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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樞：從買辦轉為民族資本家

胡海建*

* 胡海建，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博士、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後，現任肇慶學院教育學院院長、教授。

唐廷樞的學生時代是在商賈雲集的澳門、香港度過的，後來在殖民政府工作期間，又目睹香港、上海

等地商業的繁榮，利潤的豐厚，因此他在擔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譯的時候，就開始自己的商業活動和資本積

累。1858年他在香港開辦兩座當鋪，其後又在上海從事棉花生意，獨自經營“修華號”棉花行；1861年以

後為怡和(當鋪)代理生意。唐廷樞開始的這些商業活動使他嚐到了甜頭，“前後搞了四年，每年都能賺到25-

45%的盈利。”(1)這些商業活動，使唐廷樞賺取了一定的利潤，開始其資本積累；更為重要的是使他懂得了市

場的運作，瞭解了商品經濟規律，為今後從事民族工業積累了商品、市場、價值、利潤等方面的知識和經驗。

十年社會實踐：買辦生計

關於唐廷樞的買辦生涯，已有史學家汪敬

虞先生、英國學者劉廣京先生、美國田納西州立

大學歷史教授郝延平先生、珠海唐有淦先生進行

過專門研究。他們多注重於對唐廷樞的買辦性進

行研究，對買辦唐廷樞在洋行工作中的屈辱、不

愉快和要求發展民族工業的心聲尚未深入考察。

關於唐廷樞的買辦生涯，本文嘗試把它作為唐廷

樞求學與創業之間的社會實踐活動進行探討與研

究。因此，一方面要研究唐廷樞作為早期買辦的

買辦性，在買辦期間他積極為怡和洋行在各種掠

奪性侵略和各式各樣的封建剝削中充當極不光彩

的角色，加速了西方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另一方

面也要作客觀的評價。作為買辦的唐廷樞，始終

祇是一個高級的“打工仔”，整個買辦過程充滿

不信任、屈辱和不愉快，因此，唐廷樞的思想意

識最終發出要求發展民族工業的吶喊，使他的民

族性不斷爆發出來。

一、買辦實業實踐

唐廷樞從1863年成功開設“修華號”棉花

行受到機昔的賞識，到1873年離開怡和洋行，參

與輪船招商局的改組，進行了整整十年買辦實業

工作。其實業實踐活動具有兩重性：一方面，他

積極為怡和洋行經理庫款、錢莊、典當、淮鹽、

航運、收購絲茶、運銷大米乃至推銷鴉片等一系

列封建剝削和掠奪性侵略賣力奔走，建言獻策，

使怡和洋行在中國的經濟侵略獲得了高額利潤，

其結果大大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這是

買辦實業實踐產生的消極影響；然而，唐廷樞在

做買辦期間不斷擴大自營商業活動，開始在洋行

的企業中進行附股活動，進一步擴大他的資本積

累，他同時積極探索資本的運作方式和積累方

式，積極參與各項業務獲得豐富的知識經驗和嫻

熟的技術，這些為他開創未來的民族工業奠定了

經濟基礎、知識基礎和技術基礎，這是他從事買

辦實業實踐的有益收穫。

(一)為怡和洋行拓展經濟領域

開設修華號“棉花行”成功，被怡和洋行

正式聘任為買辦。1863年4月8日，J．惠代爾在

致香港怡和洋行經理帕塞維(A. Perceval)的信中

稱：“唐景星乘下一班‘特快號’(Express)[該

行航行長江的輪船](2)輪船回來，並且答應向我提

出報告。” (3) 4月9日，J．惠代爾又致函漢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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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洋行經理馬格尼亞克(H. Magniac)稱：“我已

經請求唐景星搞一批銅錢，利用第一班船運到你

那裡。[⋯⋯]至於你提議的用(進口)貨去換土產，

把這些貨讓唐景星去推銷，我認為一定達不到目

的。無論如何，我不希望你存這種希望。”(4) 很

顯然，那時的唐廷樞沒有取得怡和洋行的充份信

任，祇是嘗試着讓他代理一些生意。

真正使怡和洋行認識唐廷樞是其遵照上海怡

和洋行經理機昔(W. Keswick)的要求，成功地開

設了“修華號”棉花行。

1863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農民遷避外

逃，引致種植的棉田甚少，又恰逢天災欠收，

鬧起了“棉荒”，造成印度和英國無處購棉接

濟紡織廠，便前往中國返運。開始時上海市價棉

花每擔銀九両八錢，僅一兩天後就陡漲至十二至

十三両。而上海南市的丁益大、榮廣大等棉花行

等不知其中原委，上門兜包，預定期貨，由十一

両至十三両，拋出十餘萬包。然而不到十天又陡

漲至十七至十八両。加上崇明半海沙一帶包括龔

裕原、沈日昇、秦義源、張公和、王大生等各棉

花行聽說上海棉花價錢奇昂，再次來兜賣，拋出

十餘萬包，棉價即由十五両昇至十八両。前後不

到半個月，原包淨貨竟漲至二十五至二十六両。

按當時松江、太倉一府一州各縣各鄉大小棉花行

到上海拋盤貨三、四十萬包，總計不下百萬包，

鄉莊之價每包收到二十三至二十四両。各棉花行

未出之貨無法可交，祇有摻水一着。開始時祇摻

生水尚無大礙，繼而摻用熱水因此黴變，每包淨

棉花六十餘斤，摻水三十餘斤，以致所有棉花運

到外國皆不能用，使購買此棉的各國洋行大為吃

虧，甚至有兩間銀行因此而停業。祇有上海另一

家“寶源號”，隨買隨發，稍獲盈餘。

面對棉花價格驚人飛漲，唐廷樞和林欽依

照“寶源號”的辦法，體念時艱，一面退回原定

之貨，一面收回定銀，各行照常代收，得以轉虧

為盈。其後怡和洋行將所收的棉花貨大批運至本

土。 (5) 1868年10月8日，唐廷樞為此致函機昔，

回顧說：“1863年9月價格驚人飛漲時，你叫我

和林欽按每擔十六両到十七両的價格定購棉花二

萬到三萬包，我們這樣做了，但是在棉花行簽訂

合同以前我們必須每包預付二両定銀，合同簽訂

兩個月以後，棉花價格上昇到二十至二十二両，

由此多數棉花行虧損倒閉。”(6)

正是由於唐廷樞開設“修華號”棉花行生意

成功，受到機昔的賞識，1863年9月正式被聘僱

擔任怡和洋行買辦。(7) 唐廷樞正式擔任怡和洋行

買辦，標誌着他翻譯職業的結束和從事實業生涯

的開始。由於早期的良好教育，在眾多買辦中他

日益凸出。

為怡和洋行代理金庫。1865年7月9日，機昔

致函 J．惠代爾稱：“將近十八個月，林欽作為一

個買辦，已經沒有甚麼用處，實際上已經不是買

辦，我已經讓唐景星代理金庫。”(8) 9月27日，機

昔致函 J．惠代爾稱：“我們設立了一個現金簿，

每天早晨登錄完畢，經常由我進行檢查，雖然我

必須承認，到現在為止，並不是每天都檢查。附

上的這一份就是每一天早上交給我的那一份的樣

張，上面分別記錄銅錢和銀両的結餘，沒有得到

我的簽署和同意，不得動用。因此，我自然能夠

非常準確地瞭解庫存現金的情況。”(9)

為怡和洋行投資當鋪。1866年1月，唐廷樞

與林欽接辦了1849至1851年原在該行擔任買辦

的楊坊 (10) 所開泰記商號的一家當鋪，他發現有

利可圖便請求機昔給予投資十萬両，林欽投五萬

両，他自己向機昔借五萬両，重開當鋪生意。1月

4日，唐廷樞致函機昔，說明了自己之所以要求投

資的具體想法：

[⋯⋯]在查閱(上海)縣城內這家老當鋪的賬

冊時，發現它們營業額每月平均為二萬両，即

一年為二十四萬両。當額最高不超過十萬両，

如果取消這個限制，營業額會大大擴充。[⋯⋯]

如果當物沒有數量上的限制，人們認為即使取

息3%  (這是香港和廣州的當鋪所取的利息)，每

年的營業額也會達到三十萬両，而資本祇有二

十萬就足以應付，因為當物有進有出。三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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両的營業額，每月利息按3%計算，毛利就是九

萬八千両(11)，除去營業開支和保險費用一萬六

千両以外，淨收入為八萬両，即40%的投資盈

利。(⋯⋯)為了接辦這個生意，我們建議你投資

十萬両，佔當鋪二分之一的股份。林欽交五萬

両，佔四分之一，為了彌補我過去的虧損，同時

給我一點將來賺錢的機會，請你借給我五萬両，

讓我攤剩下來的四分之一的股份。這一筆借款，

利息可以是10%或12%，款項在當鋪生意開展以

後，再分期交納。我們一定找一個妥當的人，在

林欽和我個人的親自監督下，照料當鋪。(12)

1月6日，機昔致函 J．惠代爾作了請示：“我

在這裡附上一信，談的是有關泰記(13) 的一家當鋪

的材料，材料本身表明得很清楚，這樣一個企業

是符合對它感興趣人的期望的。同時，我認為信

中所作出的結論是完全可以信賴的，請你早日作

覆。”(14)  J．惠代爾同意了機昔的請求，按照唐

廷樞致機昔的要求撥款。因此，當鋪很快就辦起

來了，且十分紅火。5月17日，即唐廷樞和林欽

接辦這家當鋪後僅僅五個月，機昔就喜不自勝地

致函 J．惠代爾說：“當鋪營業不錯，今天我已

支付了十萬両銀子。”(15)

然而，唐廷樞的貢獻並未受到怡和洋行老闆

的信任，反而因為林紫奎和葛仰高事件而受到影

響。

為怡和洋行開展對錢莊的拆票業務。由於怡

和錢莊解散，怡和洋行的機昔、約翰生開始把目

標瞄準中國錢莊的莊票。5月20日，約翰生致函

機昔稱：“我發現有偶然的機會能夠把我們的現

金結餘投到中國錢莊莊票上去，這種莊票在三至

七天短期內就能兌現，利息是12%至15%，而且

我認為也非常安全。因為我對任何一家錢莊莊票

的貼現，都不超過一萬両或一萬五千両。[⋯⋯]

我意識到這種生意之成功與否，決定於我們的買

辦(唐景星等人)是否機靈可靠。”(16) 機靈的買辦

唐廷樞不負主子的厚望，很快就為怡和洋行開展

了對錢莊的拆票業務。

為怡和洋行推銷鴉片。為怡和洋行提供鴉片

行情推銷鴉片，這個想法由約翰生提出，唐廷樞

等人是承辦者。

1868年7月1日，約翰生致函機昔：“在一

般情況下，我不通過唐廷樞推銷鴉片，但在特殊

情況下，像‘忌連加’號(Glengyle)上一次航行

中那樣，我就需要借他的光。”(17) 9月6日，唐

廷樞便為怡和洋行老闆提供了如下備忘錄：“公

班土私下價格為4.65両，白皮土私下價格為4.95

両。”(18) 據可查的史料記載，唐廷樞在1868年

和1869年為怡和洋行提供了詳細、具體的鴉片市

場行情，這非常有利於怡和洋行在鴉片生意中賺

取鉅額利潤。

為怡和洋行運銷食鹽。長期以來，怡和洋行

的生意主要是經營茶葉、生絲和其它土特產出口

貿易，而從未涉及鹽運生意。唐廷樞於1869年1

月見有利可圖，建議怡和洋行開展運銷食鹽的生

意，於是怡和洋行大額投資運銷食鹽。

1月5日，正是擬定全年運銷計劃的時候，唐

廷樞便致函約翰生(F. B. Johnson)，建議怡和洋

行投資淮鹽運銷：

中國政府規定漢口的銷鹽量為九十六萬包，

分為二百四十引，每引四千包，每包九十斤。一

個舊引商在漢口銷鹽四千包，成本為五千五百

両，向政府繳納鹽稅四千五百両，共一萬両。

漢口鹽商價每擔3.5両，三千六百擔合一萬二千六

百両，淨利為二千六百両，相當於投資的47%。(19)

對新來者而言，利潤不會那麼大，因為他必須大

約花三千両銀子去買一張鹽引，因此第一年除了

彌補鹽引的開銷以外，他甚麼也得不到，而這一

筆開銷隨時間的不同而有增減。[⋯⋯]葉記(20) 在

1868年的食鹽運銷中獲得60%的利潤，這就給

1869年奠定了一個好年頭的基礎。(21)

約翰生對唐廷樞的這一建議十分感興趣，並

決定將放給庚裕當鋪的兩萬両到期銀子，投放給

唐廷樞、林欽等人去經營淮鹽的運銷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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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約翰生致函機昔就此作了請示：

去年鎮江和漢口之間的食鹽運銷非常有利。

我聽說葉記獲利相當於資金投放的60%，外國銀

行不放款給中國人去搞這些事。我想如果你對

此有興趣，倒是值得一搞，放給庚裕號(22) 的兩

萬両銀子本年2月到期，我建議把這筆款子聯合

放給阿李(23)、林欽和唐景星三人，要有比較好

的利息。另外，我們自己再投資二萬両，[⋯⋯]

至於利息最低每年也可以達到30%。(24)

機昔同意了這一計劃，利潤頗豐的淮鹽運銷

也就這樣搞起來了。大半年中，唐廷樞都在為淮

鹽運銷而奔波，不僅把淮鹽推廣到了長江各內地

口岸，還推廣到了福州這一沿海口岸，以便開闢

上海至福州的新航線。

11月9日，約翰生就此致函機昔稱：“唐景

星剛從福州回來，他報告說，至少用一條新輪船

航行(上海至福州)這一航線一定能夠賺錢。現在

是最好的機會。”(25)

為怡和洋行開展航運業務。媒介“飛龍”號

代理業務是唐廷樞為怡和洋行開展航運業務的開

始。“飛龍號”是由美國花馬太(M. G. Holmes)

和中國商人李振玉1860年共同組織的清美洋行輪

船公司的貨船，成本為六萬三千七百五十両，航

行於上海－芝罘(煙臺)－天津一線。(26) 因為虧損

嚴重，想以5%的傭金和正常的停泊費用和代價掛

靠給怡和洋行。這實際上是一筆祇供使用怡和洋

行的旗子就可白賺的收入。唐廷樞把對方的請求

報告給了約翰生，當然正中彼懷。2月16日，約

翰生致函機昔作了請示：

我已經和飛龍號(Dragon)輪船老闆達成了口

頭協定，打着我們的旗子進行航運，下一星期它

就要航行芝罘(煙臺)和天津。我們在總收中提取

5%的傭金和正常的停泊費用，這隻船名義上的

老闆是清美洋行(Holmes and Co.)，但是真正的

老闆是芝罘和天津的一些有地位的中國商號。

據唐景星說這些人正處在設法彌補虧損的困境

中。(27)

其次是主持怡和洋行的船舶代理業務。過去

怡和洋行的航運，是由約翰生直接負責和由唐廷

樞具體代理的，所以，約翰生和唐廷樞商議決定

設立一個船舶代理部，以便統籌維修業務和推動

在各口岸開設代理行的工作。

2月21日，約翰生致函機昔：“我已經和唐

景星安排好，設立一個船舶代理部和他的辦(公)

房聯在一起，不增加我們的開支，我想一定會搞

得很好。”(28) 船舶代理部很快就辦起來了，具

體工作就由唐廷樞主持。僅僅一年四個月，不僅

在天津設立了由C．福士(C. Forbes)負責的代理

行，而且開始向漢口擴充。

6月22日，約翰生致函 J．惠代爾喜稱：“關於 

(怡和)在天津的代理，我猜想 C．福士的管理效率之

高，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力於唐景星的事務所。”(29)

6月18日，約翰生還致函漢口怡和洋行經理安

德生：“我們也很希望在漢口有一個本地的代理

行，以照管(漢口至)天津的運輸。”(30)

再次是媒介“南潯號”、“羅拿號”代理業

務。在主持船舶代理業務的同時，唐廷樞又以粵

籍股東的名義，為怡和洋行買下了南潯號(Nan-

Zing)輪船，使該行的輪船不斷增加。7月11日，

約翰生致函 J．惠代爾喜稱：“北清輪船公司的

本地股東(唐廷樞等人)已用了三萬両銀子，連同

他們的股金買下了南潯號。這艘輪船已經掌握在

我們手裡，我們提取收入5%的傭金，並且用不

着墊款。”(31) 這時怡和洋行船舶事業已經初具規

模，原有的華海輪船公司加上後來組織的公正、

北清兩家輪船公司，已經有了三家船舶機構。也

就是在這一年，唐廷樞向怡和洋行老闆推薦了在

1861年回國、一直從事商業的長兄唐廷植(茂枝)

擔任了怡和洋行天津分行買辦，以具體負責擴充

北方的航運。(32)

到8月份唐廷樞又為怡和洋行媒介“羅拿號”

輪船代理業務。怡和洋行航運業務的不斷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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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那些中國老式帆船航運業務受到衝擊。於是他

們紛紛轉而要求怡和洋行代理經營。其中最早的

就有“羅拿(Nor-na)”號。唐廷樞向約翰生反映

了該船主的這一要求。8月30日，約翰生致函機

昔，就此事作了報告：“為你所知，‘羅拿’號

輪船為中國人所有。他們通過唐景星已經向我們

提出，要求我們代理經營，我已經接受了他們的

請求，現在請你批准。”(33)

最後是開展天津、南洋、廈門、漢口的航

運業務。怡和洋行航運業務主要航線是上海至

天津，其後又開闢了上海至福州、天津至漢口

的新航線。唐廷樞並不滿足，他建議約翰生原擬

開往牛莊(營口)和香港的“久綏(Kiusiu)”號由

廣州直接開往天津，以使南北航運直接聯繫起

來。 (34) J．惠代爾對唐廷樞的想法非常贊賞，1

月24日特意致函機昔：“我注意到唐景星提出的

開年之後把‘久綏號’輪船開往天津的想法，但

是我聽說已有兩艘輪船在它之前開往，不過，如

果它把餘下的豆餅全運往汕頭，我看好還是讓它

去一趟。”(35)

開展南洋航運。怡和洋行的中國航運已經處於

日見發達的狀態，從南到北都可以見到該行的貨運

船隻。要想擴大發展，光依靠在中國顯然不夠了，

必須開闢南洋的海外航線。於是唐廷樞首開對馬尼

拉的貨運。約翰生致函機昔：“唐景星告訴我，

我們可以為‘白河(Peiho)’號開展對馬尼拉的

貨運，或者從這裡(上海)直接發船或者用‘燕子飛

(Ynentsefei)’號和德思利火輪公司(Douglas Lapraik 

and Co.)的船隻經福州前往。”(36)

開展廈門的航運業務。1872年4月18日，約

翰生致函機昔：“唐景星迫切希望得到‘諫當’

保險行兩到三份股票，以分配給廈門的(中國)商

號，它們對寶裕洋保險公司附股甚多。他願意放

棄他自己的一半股份，讓給其中一家商號，並且

希望你手中留一點機動股份。”(37)

開展漢口的航運業務，同美旗昌洋行進行競

爭。1872年6月18日約翰生致函漢口怡和洋行經

理安德生：“旗昌洋行正在從我們手中奪走所有

的貨運，如果唐景星要你安排一個本地掮客住在

你的辦公處所，以幫助安排我們的貨運，我認為

給他作這樣的安排，對你我雙方都有好處。”(38)

最能瞭解唐景星出面產生威脅作用的，當數旗昌

洋行輪船公司本身了。同年6月11日，旗昌洋行

F．B．福士在致友人書中稱：“在取得情報和兜

攬中國人的生意方面，怡和洋行的唐景星乃至瓊

記的買辦，都能把我們打得一敗塗地。”(39)

的確，這時的唐廷樞在中外商界已經有了相

當大的影響，成了中國人在所有洋行買辦中最具

影響力的代表。1871年，英國資本的馬立司和美

記兩家洋行船隊，同時闖入了長江，也給了怡和

洋行輪船公司以很大威脅。這是因為在這兩家洋

行的船隊中，同時摻雜了大量的華商資本。在其

航行於長江的三艘輪船中，洞庭號和漢洋號的主

要股東都是中國人，唐廷樞在這兩艘輪船中都佔

有股份。(40) 1872年7月17日《申報》載：

約半年前，馬立司洋行，有一大船名漢洋。

伊初之意，將此船往來滬漢各埠，[⋯⋯]且聞所

取水腳雖廉，該船所獲利仍不薄。該行今天一船

名富沙白里，甚至別家又有一洋行名美記者，亦

以一大船洞庭(號)常往漢口。(41)

面對馬立司洋行和美記洋行的競爭，怡和洋

行也決定成立新的子公司，即把相當數量的股份

分配給唐廷樞和他在上海的廣東同鄉富商，以爭

奪華商的資本。

1872年，這家怡和洋行航運系統屬下的子公

司正式宣告成立，這就是“華海輪船公司”(China 

Coast Steam Navigation Co.)，資本總額為五十萬

両，當年實收資本為三十二萬両，中國人的股份

九百三十股，其中唐廷樞從廣東同鄉富商中招攬的

就有七百股，唐廷樞個人的投資就達四百股，這顯

然是怡和洋行特意為他留出來的。由於唐廷樞投股

最多，所以被公推為華董，即華股總代表，並出任

公司襄理，即副經理。(42)

該公司的開業告白中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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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資本五十萬，分五千股，每股一百

両，派股份日先收繳十五両，三月後再繳二十

五両，兩三月後，又繳二十五両，其餘等用時

先行關照一月再繳。總理上海怡和洋行[⋯⋯]所

有本公司溢利，每年一結，先繳官利一份，次放

貯積十萬両，然後按股沾分。倘溢利豐厚，准再

積貯十萬両，但不能再加矣。本公司擇於明年正

月初一開辦，其辦事章程均由怡和洋行會同董事

四位辦理，其董事四位，須每年有股為人公舉正

直者，以昭慎守。(43)

華海輪船公司正是在唐廷樞的力邀招股下才

得以如期開業的。

1872年10月2日約翰生致函 J．惠代爾：“我

已在本月召開北清輪船公司(股東)大會，我已經

把(計劃中的華海輪船公司)的股份分配三百五十

到四百股給唐景星和他的本地朋友。”(44)

為怡和洋行收購茶葉。茶葉來自中國。早在

166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首次命令該公司駐萬丹

(Bantam)辦事處盡力搜集最好的茶種一百磅到英

國試種。這一百磅過了兩個世紀已經發展成為七

千五百萬磅了。在這期間，中國是世界上獨一無

二的茶葉輸出國。英國努力經營，在同一時期於

阿薩密(Assam)開辦了茶園。1867年至1869年間，

印度已經能夠運出七百八十萬至一千萬磅的茶葉

到英國倫敦的市場上去了。不到二十年後，錫蘭

也開始在茶葉生產上以有力競爭者的姿態出現。

這使中國的茶葉出口受到了很大的衝擊。(45)特別

是以唐廷樞為代表的怡和洋行中國買辦們，決定

迅速增設上海這一東方最大口岸的茶棧，以同外

商抗衡。他和阿李、林欽通過泰和、泰興和精益

三家錢莊，一下子投資搞起了七家茶棧，從而耗去

了該行的大量資金，以致社會上出現了“損失數

百萬，快要倒閉”的謠言。

6月1日，約翰生就此事致函機昔：“我聽說

泰和、泰興和精益三家錢莊對內地茶葉的收購，

進行了大量放款，手頭周轉不靈，在過去一個星

期，受到全體債權人的壓力，而這種‘擠兌’

之所以產生，首先是由於最近中國人當中廣泛

流行可笑的謠言，說甚麼查甸先生(Mr. Jardine)

已經損失了幾百萬，從而這裡的(怡和)洋行快要

倒閉。整個事情的解釋是非常簡單的，不管這種

解釋怎樣令人不滿意，阿李、林欽和唐景星通過

上述三家錢莊的代理以及通過阿李、林欽二人在

一個名叫謙懼安的老茶棧的合夥關係，已在內

地做了大量的收購茶葉的生意。這個茶季他們

搞了七家茶棧，每一家至少提供了一千二百箱

茶葉。幾年以來，阿李從我們這裡得到了大量

貨款。毫無疑問，我們留在唐景星手中的現金

結餘，也被用來周轉他們的金融安排，唐景星

結束了同這些錢莊的聯繫，並且抽回了他在這

裡的資本。”(46)

為怡和洋行運銷大米。合營大米運銷是怡和

洋行重要的航運業務，所以唐廷樞便把這項業務

開展起來了。

1871年10月4日，約翰生致函機昔：“從你的

電報中，我很高興地得知米價堅挺，因此，我立

即回覆：白河號已在鎮江，希望星期六以前就能

開往你那裡(香港)。我在兩天以前派唐景星到了

鎮江照看我們的生意，要他注意簽購的大米應當

與樣米相符，因為米價已經上昇20%，而且繼續看

漲。[⋯⋯]葛乃洋行將給你寄去一萬擔大米的提貨

單和發票，這是唐景星和我們聯合販運的。[⋯⋯]

唐景星在這次販運中，祇佔很小一部分，他是委

託和他有往來的鎮江行販運。他非常盼望大班在

銷售方面給予充份的指導。”(47)

(二)唐廷樞買辦實業實踐活動的探討

1863-1873年唐廷樞為怡和洋行在中國進行

了九項大的經濟侵略活動。在這個過程中，他充

當了極不光彩的幫兇角色。他同時也積極開展一

些自己的商業活動和附股活動，開始了自己的資

本積累。他還創立了中國近代兩種資本運作和資

本積累方式，並在所從事的商業、保險、航運業

務中積累了許多經驗。這為他向民族資本轉變提

供了資金、技術和經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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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唐廷樞充當了西方經濟侵略的幫

兇。在鴉片貿易中，為洋行提供準確的鴉片行

情；在航運中，相繼媒介了“飛龍”號、“羅

拿”號、“南潯”號的航運業務，而且把航運業

務擴展到沿海的天津、廈門，內地的漢口，海外

航線中擴展到南洋，並與美國的旗昌洋行展開競

爭。難怪旗昌洋行的F. B福士驚呼：“唐景星能

把我們打得一敗塗地。”在走私鴉片、掠奪沿海

貿易、乃至掠賣人口、霸佔土地房產等掠奪性經

濟侵略中，唐廷樞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他極

力為主子賣力奔走，出謀獻策。在各式各樣的封

建剝削中，他積極地建議怡和洋行開辦錢莊、典

當、運銷淮鹽、大米、收購茶葉、棉花等業務，

使怡和洋行在中國經濟侵略中獲得高額利潤，從

而大大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買辦是

中國和西方的橋樑”，因此在早期的殖民侵略

中，買辦不僅是西方對中國進行暴力掠奪的橋

樑，也是各式各樣封建剝削的橋樑，正如毛澤東

所指出的：“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

不是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

義列強的目的和這恰好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

成他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另一方面，唐廷樞積極擴大自己的商業活動

和附股活動。唐廷樞和阿李、林欽合夥開設七家

茶棧，又投資泰和、泰興、精益三家錢莊。這樣

唐廷樞通過錢莊投資茶棧，擴大茶棧的生意；而

茶棧生意的擴大，回籠的資金又可投資錢莊，相

得益彰。他積極支持粵籍商人爭取利潤，先後擔

任徐潤倡議成立的茶葉公所、絲業公所、仁濟醫

院的董事，同時充任洋藥局的董事。唐廷樞所擔

任的董事，實質是這些機構的核心力量，領導和

指揮力量，這樣可促進同行間的正常經營，又能

一致擴大對外貿易。

唐廷樞的附股活動最早開始於1867年附股

的洋行“諫當”保險業務。他不僅自己附股，而

且還向華商推銷股份。在香港火燭保險公司設立

時，他在安排中國的股份外，還希望推銷全部股

份五十份中的三十份。隨後他又附股於1867年成

立的公正輪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和

1868年成立的北清輪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er 

Co.)，並且擔任兩公司的華籍董事。1872年，華

海輪船公司(China Coast Steam Navigation Co.)

成立，資本總額為五十萬両，當年實收三十二萬

両，中國人的股份為九百三十股，唐廷樞招攬達七

百股，本人投資四百股，是最大的股東，被推薦為

公司襄理，即副經理。唐廷樞還附股於美瓊記洋行

(Augustine Heard and Co.)的蘇晏拿打號(Suwonada)

輪船和馬立司洋行(Morris Lewis and Co.)和美記洋

行(Muller H. and Co.)。唐廷樞所從事的商業活動，

附股活動和充任同業公所的董事，增加了他的額外

收入。這些額外收入除了幫助他的家庭外，主要是

增加了他的資本原始積累。到1872年，也就是離開

怡和洋行的前一年，他的資本積累已經相當可觀，

在華海輪船公司的九百三十股中，他佔了四百股，

幾乎達到一半，這為他改組輪船招商局，振興民族

工業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我們還應該看到唐廷樞在中國近代史上創立

了華商與洋商、洋行買辦與東主之間的兩種資本

運作和資本積累方式。一種是代理制，二是附股

於洋行體制之內以賺取利潤。唐廷樞創設的“修

華號”棉花行和1872年華海輪船公司成立前唐廷

樞事務所內的船舶代行業務，就是代理制或合作

經營制。他在公正、北清輪船公司和華海輪船公

司的附股行為屬於附股制。無論是代理制還是附

股制，都是較為靈活的兩種資本運作方式和資本

積累方式。它在自身資金不足的情況下，能較快

地進行資本運作和賺收利潤以進行資本積累。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這兩種方式較適合於中

國人的投資方式，也是唐廷樞在實踐中摸索出的

切實可行的投資方式。這兩種資本積累和運作方

式對改革開放的中國實行招商引資是一種有益的

借鑒。今天中國實行的中外合資經營、中外合作

經營兩種資本運作類型就類似於唐廷樞創辦的那

兩種資本運作方式。

唐廷樞所任十年買辦期間直接參與商業、航

運保險等事業的運作，有利於他成為未來中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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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工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任買辦期間直接參

與洋行開辦的錢莊、典當、運銷、淮鹽、大米、

收購茶葉、棉花等，特別是直接參與洋行的航運

和保險事業，使怡和洋行在中國的經濟侵略中賺

取高額利潤，加速了中國的半殖民化。但作為參

與人和經辦人的唐廷樞卻獲得許多成功的商業知

識、商業運作方式和商業運作技巧。這些在他轉

向民族實業家後就非常有利於他開創民族實業，

特別是他直接參與航運業和保險業所獲得的豐富

經驗和運作技巧，使他在日後招商局的航運和保

險兩方面的經營大獲裨益。可以說這就是中國經

濟領域的“師夷長技以制夷”。

1863年到1873年唐廷樞在怡和洋行擔任了

十年買辦。這對他整個人生來說是一段非常重要

的經歷，使他成為“有進取心的商人”和“最富

影響力的買辦”。他雖然出身寒微，但由於他和

一些最重要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機構諸如教會學

校、殖民政府、海關和外資企業等都有往來，從

而較早地學到了英語和通商知識，接受了發達資

本主義的先進經營觀念，成為未來中國民族工業

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二、買辦實業實踐中的挫折教育——不信任

和屈辱的買辦

儘管唐廷樞在怡和洋行的掠奪性經營中起得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怡和洋行在中國的經濟掠

奪中獲取了高額利潤，但他始終是一個高級的“打

工仔”，常常遭受英國資本家的歧視和不信任，

屈辱感時時伴隨着他。我認為這就是唐廷樞在十

年買辦實業實踐活動中所受的挫折教育。在忍辱

負重的同時，他內心的這種感覺呼喚着他的民族

自尊心，刺激他發出要有自己的民族工業的吶

喊，使之最終成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一個開拓

者和奠基人。

(一)籌辦怡和錢莊，限制唐廷樞的經濟權

力。1865年2月，機昔籌辦了怡和錢莊，其目的

是改變以往把全部現金交由唐廷樞所代理的金庫

保管方式，而把大部分現金轉到怡和錢莊保管，

以便收取利息，把死錢變成活錢，擴大增值。按

機昔的打算，該錢莊的資本限定為三十萬両，其

中由怡和洋行提供十萬両，其餘二十萬両由上海

本地人承擔。 (48) 而這兩位中國合夥人就是經理

林紫奎和葛仰高，他們所僱用的看銀師就是孔麗

生。(49)

1865年2月18日，機昔致函 J．惠代爾：“我

向你談到的那個錢莊正在籌辦之中，最近幾天，

希望有所進展。我的想法是把資本限定為三十萬 

(両)。其中我們提供十萬，剩下二十萬由兩位本地

人承擔。[⋯⋯]我已經得到一個非常有經驗的本地

人的使喚，錢莊很可能在4月裡開張。”(50)

6月29日，機昔再次致函 J．惠代爾：“我現

在不再把我們的全部現款放在買辦那裡，而是已

經把我們的大部分庫款轉到怡和錢莊，雙方取得

諒解，錢莊收存我們的現銀，每月我們收到0.8%

的利息，我們超支現銀，也付同樣的利息。我認

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安排，它使我們享受到好處和

利潤，而在此以前，當我們庫款充足之時，這些

好處都為買辦所得。這也是對買辦的一個限制，

同時我認為應該使他(唐廷樞)照管的現金盡可能

少一些，這是非常可取的。”(51)

由此可見，唐廷樞在怡和的最初兩年，怡和的

老闆就並不十分信任像唐廷樞這樣的買辦，而是採

用籌辦錢莊的方式，來限制唐廷樞的經濟權力。

(二)林紫奎、葛仰高事件，不信任感增加。

林紫奎、葛仰高事件發生在1866年11月。由於在

上海一些洋行中發生了一些買辦捲逃事件，怡和

洋行決定將僅存在金庫中的少量現金也採取限制

措施，那就是在麗如銀行建立來往戶頭，將十萬両

的現金存到那裡去，從而使唐廷樞的權力降到祇應

付零星開支的地步，不信任感日益加劇。(52)

1860年11月24日，上海怡和洋行另一經理 

F．惠代爾在致香港怡和洋行經理 J．惠代爾的

信中，把上面的用心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我認為對中國人的信賴，應該盡量減少。

因此我已和麗如銀行開了一個往來戶頭，並且

存一筆十萬両的款項在他們手裡。他們將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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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代收所有的運費和保險金等款項。在買辦(唐

廷樞)那裡，我祇保留少量存款，以應付零星收

入。(53)

1867年4月，怡和錢莊卻發生了意外。機

昔一方面控制唐廷樞的管理許可權，另一方面

卻又想利用怡和錢莊收取利息。他所謂的“我

們超支現銀也付同樣的利息”，實際上是想佔

另外兩位中國人的便宜，所以開辦不到一年便

被迫解散。

矛盾就是在這時發生的。作為二十萬両主

要股東的林紫奎和葛仰高拒絕交出賬冊和印

信，而且連同孔麗生一齊撤走了大量資金，這

使有十萬両股東的怡和洋行大為惱怒。4月12

日，怡和洋行致函上海英國副領事阿拉伯斯特

(C. Alabaster)，要求其採取步驟使林紫奎、葛

仰高、孔麗生得以歸案：“怡和錢莊中國合夥人

林紫奎(譯音)非法把持該莊賬冊、印信，並盜用

該莊資金，由於我們是主要股東，因此請求閣下

採取步驟使該[林]紫奎並經理葛仰高以及(看銀師)

孔麗生(譯音)得以歸案，否則我們無力恢復上述

財產的所有權。”(54)

然而，阿拉伯斯特並無實際得力措施，所以

難使林紫奎等“得以歸案”。

4月23日，怡和洋行祇好致函上海英國領事

溫切斯特(C. A. Winchester)：“我們謹通知閣

下：本日怡和錢莊經雙方同意，業已解散，而該

莊印件尚在前經理葛仰高(譯音)手中，拒絕交出。

我們祇有請求閣下採取必要步驟，使該葛仰高的

非法扣留印件‘受到懲處’。”(55) 這起經濟糾

紛，怡和洋行的老闆們來勢汹汹卻並未見結果，

但他們對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的信任度卻降到了

最低點。

(三)附股公正、北清輪船公司並充任華籍董

事，洋人非議。

1868年，唐廷樞附股公正、北清兩輪船公

司並擔任兩公司的華籍董事。對此，洋人頗有非

議。一是認為他賺了大批錢財；二是懷疑其在怡

和洋行有貪污行為。這使他感到屈辱和憤慨，為

此，他專門寫信給機昔，作了申辯：

我擔任現在的職位，已有五年了(這是上

海最蕭條的時期)，我所賠的錢比賺的錢要多得

多，但是我很高興地向您報告，除了您以外，我

沒有欠任何人的錢。而另一方面，別人欠我的錢

則有幾千両，其中大多是和本行因貿易或僱傭關

係而發生聯繫的人。我發現現在要收回這些賬非

常困難，為了改善我的地位，我現在拚命幹，祇

要我能騰出幾分鐘時間，我總能幫助我的本地朋

友。他們全部要我擔任他們和外國洋行發生業務

聯繫的代表，為了照顧他們的利益，我已接受了

他們的要求成為北清、公正兩輪船公司董事。這

樣做，我不但得到每年一千両銀子的收入，大大幫

助我的家庭，而且使我對外界發生的事情有充份的

瞭解。我總是力圖做一些事，希望能夠榮幸地對您

的洋行作出一點貢獻，但是一直沒有成功。我迫切

地希望將來有辦法做到這一點，我會盡最大的努力

來照看您的生意。我可以說，自從給您當差以來，

也許做了一些錯事，我從來沒有一絲一毫的貪污行

為，像大多數中國傭人那樣。(56)

從唐廷樞這封申辯、表白的信中可以看

出：1)為了改善他的地位，他正拚命幹，並希望

作一點貢獻和盡最大努力來照看生意。2)為了照

顧同鄉的利益以及解決家庭生活的困境，他擔

任了公正、北清兩公司華股的董事，但不會妨

礙在怡和洋行的工作。3)斥責洋人對中國人的誣

衊。“我從來沒有一絲一毫貪污行為，像大多數

中國傭人即樣。”4)他把自己在洋行的商務工作

形容為“當差”，把買辦在洋行中的地位形容為

僱主與傭人的關係，表明中國人在洋行中的地位

之卑微。

(四)不信任變成現實：盜用洋行庫款之“罪

名”。

然而，正當唐廷樞全身心地開拓航運事業的

時候，作為其頂頭上司的怡和洋行經理約翰生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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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對他的懷疑變成了現實，其罪名就是盜用怡和

洋行庫款進行自己的商業活動。1871年6月1日，

約翰生向機昔告發：

上月30號早晨，唐景星向我要求救濟，當我

查看他們賬目時，使感到驚訝和不滿的是我發現

儘管能調用的庫存現金不多，但是在他所收存的

九萬五千両未到期的莊票中，大約有七萬八千両

被他拿去貼現，並且一直沒有歸還。[⋯⋯]我面

前有唐景星和阿李的現行資產和負債的報告，它

表明有九萬餘両的盈餘。此外在我手裡的，還有

一些證券以及阿李在這裡的財產，它估價約二萬

両，用的是J．惠代爾的名義。(57)

這封告發信主要有兩方面的“罪名”：1)唐廷

樞收藏的九萬五千両未到期的莊票中，大約有七萬

八千両被拿去貼現；2)唐廷樞和阿李有九萬餘両的

盈餘及擁有約二萬両的證券和財產。這一告發信無

疑說明怡和洋行對唐廷樞這個中國買辦的不信任達

到了極點。但從可查到的檔案材料來看，機昔對此

事並未進行過調查。事實上沒有足夠的證明材料，

查處也不會有甚麼成果。但盜用七萬八千両從事自

己的商業活動及盈餘十一萬両罪名也表明唐廷樞在

命運的十字架下是何等的艱難。

誠然，對洋人老闆的不信任唐廷樞始終是非常

憤慨的。“我可以說，自從我給您當差以來，也許

做了一些錯事，但是，我從來沒有一絲一毫貪污行

為。”(58) 這封在1868年寫給機昔的信中充滿正義感

的文字，也許是個證明。可見，在唐廷樞的內心深

處終於發出了要有自己的輪船招商局的吶喊，這實

質上就是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吶喊。

“一個買辦通常也有權自己經商”，“一個

買辦往往會變成一個真正的商人，有力地同他的

外國對手競爭，如唐景星和徐潤便是例證。”(59)

唐廷樞作為一個中國買辦，也具有強烈的民族自

尊心和愛國心。所以在從事買辦後期，在他的思

想意識裡已經發出強烈要求發展民族經濟的吶

喊。

總之，唐廷樞生活的年代，是中國遭受西

方侵略逐步加深的時代。作為買辦，他充當了

西方經濟侵略中國的幫兇，在走私鴉片、拐賣人

口、非法貿易、侵略掠奪沿海貿易、霸佔土地房

產等掠奪性侵略和進行各式各樣的封建剝削中充

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買辦是中國和西方的橋

樑”(60)，在早期的殖民侵略中，買辦不僅是西方

對中國進行暴力掠奪的橋樑，也是各式各樣封建

剝削的橋樑。唐廷樞在怡和洋行一系列掠奪性侵

略中，極力為主子賣力奔走，出謀獻策。在各式

各樣的封建剝削中，他積極地建議怡和洋行開辦

錢莊、典當、淮鹽、漕運(米)等封建性業務，使

怡和洋行在中國的經濟侵略中獲得了高額利潤，

大大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正如毛澤東

所指出的：“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

不是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

義列強的目的和這恰好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

成他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61) 唐廷樞作為

在洋行工作的買辦，始終祇是一個高級“打工

仔”，不信任、屈辱和不愉快時時伴隨着他。

加之他早期的教育和工作經歷使他具有豐富的商

業知識和商業意識，他強烈地意識到必須發展自

己的業務。早在擔任殖民政府翻譯時，他就開始

了自己的商業活動和資本積累，在香港投資兩家

當鋪，其後又從事棉花投機生意，獨自經營“修

花號”棉花行。擔任怡和洋行買辦的十年中，他

一方面與人合作或單獨投資業務：與林欽合夥開

設茶棧，與徐潤聯合在上海建立絲業、茶業等三

個與對外貿易關係密切的同業公所，出任董事，

自己卻投資上海三家錢莊，設立自己的事務所。

另一方面，利用自己買辦的特殊身份，在洋行附

股自己和華商股份，先後附股洋行經營的諫當保

險行、華海輪船公司、公正和北清輪船公司等，

同時極力為洋行拉攏和吸收中國買辦和商人的資

本，增加中國商人的收入。這就是他向民族資本

家轉變的經濟基礎。

他在買辦經濟活動中實行的代理制和附股

制，是他創造性地實行的兩種投資方式和資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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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方式，符合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國創辦民族工業

資本不足的實際情況，在以後創辦輪船招商局和

開平煤礦的過程，這種探索得到了充份的發揮。

他直接參與和經辦洋行的掠奪性和封建性的經濟

侵略，特別是直接參與航運保險等業務，對他以

後創造性改組輪船招商局和創辦保險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唐廷樞的心理是複雜的。儘管他努力工作，

不斷為洋行開闢經濟領域，但洋行的老闆始終存

在不信任、懷疑、非議和誣陷等，使他產生了強

烈的離開洋行的願望。而這種心理願望在當時也

具備了相應的條件。他的商業活動和附股為他積

累了相應的資金，他在教會學校、殖民政府、海

關特別是洋行的經濟活動中積累了知識、技術，

接受了發達資本主義先進有用的經營理念，掌握

了先進的經營方式和運作技巧。所有這一切具備

後，唐廷樞終於發出要求創辦自己輪船招商局的

吶喊。當這一願意具備實行的條件時，他就義無

返顧地朝着民族工業的大道迅跑。

唐廷樞向民族資本家的轉變

關於唐廷樞接辦和改組的輪船招商局，史學

界有過一些論述：夏東元先生分三個時期闡述其

性質；汪敬虞先生認為它是近代中國自辦的第一

個大型的資本主義企業；郝延平先生從投資者、

管理者、企業家三個方面論述了買辦在輪船招商

局中的作用；費正清、劉廣京兩先生在《劍橋中

國晚清史》一書中對唐廷樞在輪船招商局實施財

政和總方針給予了肯定；唐有淦先生則分類叙述

了唐廷樞在招商局的活動。然而，系統論述唐廷

樞與輪船招商局的專論還很少。本文意在系統論

述唐廷樞接辦輪船招商局的基礎上，進而論述他

由洋行買辦向民族資本家的轉變過程。

1873年唐廷樞離開他工作十年之久的怡和洋

行，投身到中國民族工業的大潮中，接辦中國近

代的民族工業輪船招商局。他在民族矛盾上昇，

中國人相繼要求創辦自己的輪船運輸業的浪潮

中，依靠洋務派官僚李鴻章等人的支持，並與頑

固守舊勢力鬥爭，成功改組輪船招商局，不斷擴

大輪船招商局的業務，壯大其本民族成份，增強

輪船招商局的實力，進而收購美國旗昌洋行的輪

船公司，迫使英國太古、怡和公司與輪船招商局

簽訂輪船招商局明顯佔優勢的〈齊價合同〉，從

而實現了唐廷樞早在買辦時期就要求發展自己的

輪船招商的願望，這是愛國的進步的，由此他成

功地完成了由洋行買辦向民族資本家的轉變。

一、困境中接辦輪船招商局

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唐廷樞離開怡和洋

行，正式與徐潤一道接辦輪船招商局。面對民族

矛盾上昇、中國的輪船航運業遭到外國輪船公司

的嚴重侵略、漕運問題日益嚴重、創辦輪船業的

呼聲日益高潮的情況，唐廷樞出於民族大義，在

困境中接辦輪船招商局。他依靠李鴻章等洋務派

官僚的支持，在與封建頑固守舊勢力的鬥爭中，

成功改組輪船招商局，不斷擴大局務，成功創辦

同茂鐵廠和保險局，使輪船招商局在未來九年

中發展最為迅速，1877年成為中國最大的輪船

公司。

(一)出於民族大義和複雜的心理鬥爭，毅然

投身到民族工業的大潮中。

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中外反動勢力

暫時勾結起來，出現了中外“友好”的局面。但

外國侵略者在“和好”的幌子下，加緊對中國進

行經濟侵略，航運業在中國發展尤為迅速。五口

通商後，英國怡和洋行的輪船已經在中國沿海的

上海、天津、夏門等地擴展業務，並深入到內地

的漢口，外延到南洋。1861年，美國在中國設立

旗昌輪船公司。此後數年，英國省港澳輪船公司

(Hong Kong Canton and Macao Steamboat Co.)、公

正輪船公司、北清輪船公司、太古輪船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寶順洋行(Dent and Co.)、瓊記洋

行(Augustine Heard & Co.)的輪船公司相繼成立並

均經營輪船業務。特別是到19世紀70年代資本主

義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為了轉嫁其

國內危機，加緊對外侵略，中國成為帝國主義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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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重要目標。而開始於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

動到19世紀70年代已由自強向求富轉變，收回利

權的呼聲日益高潮。最早提出創辦輪船招商局的

是容閎，此後有沙船商人趙立誠、廣東商人吳南

皋等人向朝廷提出創辦輪船運輸業的建議。1867-

1872年，北洋航線到達牛莊(營口)、煙臺和天津

的輪船數量不斷增加，創中國航運業的呼聲越來

越高漲。而促成唐廷樞結束長達十年的洋行買辦

生涯的，是其由上海乘船前往香港的途中親身經

歷的一幕“人不如羊”的慘痛悲劇。這件事使他

受到的強烈刺激是極深刻的。他深深感到，要想

讓洋人真正把中國人當人看，必須創立中國人自

己的輪船公司，向壟斷江海航運的洋商輪船公司

挑戰，進而奪回中華民族的航運主權。

昨承函詢輪船招商局原委起自何人，是否

商股等因。觀應前聞唐君景星云，伊昔年由滬返

港，其船避風，船主限給每客水一鐵壳，約重一

磅，日中解渴洗面均在內。惟船中有羊百餘頭，

則滿桶水任其飲。待人不如羊，殊為可恨。於是

在港集股銀十萬元，先租兩船往來港滬。(62)

所以1873年唐廷樞接受了李鴻章的邀請接辦

輪船招商局，並邀請寶順洋行著名買辦徐潤同時

入局。一方面徐潤是富商，在商界影響大，易於

招股；另一方面徐潤是他的香山同鄉、朋友，兩

人感情甚篤，特別是徐潤有在寶順洋行從事管理

輪船業務的經驗，有利於迅速開展業務。當時民

族矛盾上昇，中外“和好”局面開始破裂。唐廷

樞在怡和洋行工作十年之久，可以說是在帝國主

義的腹腔內生存，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洞察得

最為透徹。因此出於民族利益，他毅然離開怡和

洋行接辦輪船招商局。

唐廷樞在怡和洋行的雙重心理是促使他轉

折的重要心理因素。他雖然英文基礎紮實，業務

精通，為怡和洋行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利潤，但不

信任和屈辱的生活，最後竟至懷疑他盜用金庫現

金進行自己的商業活動，使他內心受到巨大的震

撼，因此，唐廷樞離開怡和洋行，結束在洋人手

下當差的思想在心理上已佔了主導地位。這種認

識的昇華就是要有自己的輪船招商局，而恰在此

時，盛宣懷 (63) 向李鴻章推薦了唐廷樞。盛宣懷

推薦唐廷樞加入輪船招商局，是因為他“熟悉商

務，以便倡招華股，以乘其後”(64)。

李鴻章採納了盛宣懷的意見，派候補同知廣

東人林某前往上海，邀請唐廷樞正式加入輪船招

商局。 (65) 唐廷樞愉快地接受了邀請。1873唐廷

樞和徐潤在天津謁見了李鴻章。李鴻章正式劄委

唐廷樞為商總，徐潤為商董。同年農曆六月，李

鴻章又正式劄委唐廷樞為總辦，除了漕運歸朱其

昂經辦外，其餘勸股、添船、造棧、攬載、開拓

航路、設立各處碼頭等，均由唐廷樞一手經理。

同年農曆七月十八日，李鴻章又正式劄委盛宣懷

會辦局務。(66)

當唐廷樞離開怡和洋行時，他的洋行老闆機

昔和約翰生都表示了極大的惋惜之情加以挽留；

特別是考慮到怡和洋行的輪船業務如媒介“飛

龍”號、“羅拿”號、“南潯”號的航運業務，

把航運業務擴展到沿海的天津、廈門、內地的漢

口，開拓海外的南洋航線，與美國的旗昌洋行展

開競爭等，都是在唐廷樞主持下開展的。因此，

儘管在管理金庫上曾發生過某些不愉快，但是他

們並不願意失去這樣一位具有卓越才幹且又“受

過徹底英華教育”的買辦，所以亦不忍讓其離

去，以後成為與該公司航運業的強大對手。

正是出於避免日後發生抗爭威脅的顧慮，也

是出於對唐廷樞主持該行輪船業功績的肯定，他

們同意了唐廷樞的請求，那就是在他離開後由他

的長兄唐廷植(茂枝)從天津調回上海，以接任他

幹了長達十年的買辦之職。(67)

唐廷樞就這樣結束在洋人手下當差的奴僕生

活，正式開始接辦中國人自己的輪船公司。

1 9 8 2年，在倫敦出版了一本題為《薊花

與玉：渣甸－麥迪遜公司150週年特刊》(The 

Thistle and the Jade: A Celebration of 150 Years 

of Jardine, Matheson & Co.) 的書，記載了怡和



37 文 化 雜 誌 2010

歷

史

唐
廷
樞
：
從
買
辦
轉
為
民
族
資
本
家

洋行從道光十二年(1832)到1982年長達一百五十

年之久在中國、日本的貿易經歷，也記載了何東

(首任怡和洋行買辦，入籍英國受封為爵士)和唐

廷樞等人的事績，其中用了十分之一的篇幅，

以“A Chinese Entrepreneur”(一位中國現代實

業家)為標題，叙述了唐廷樞擔任怡和洋行買辦

經營輪船招商局的歷史，內稱：“這一章，是關

於怡和培植的一位買辦唐景星的故事，他是中國

第一位現代買辦。今天，唐景星早已被英國幾乎

全部忘卻，但是，他也許是中國近代歷史中最受

人注目的、有買辦身份的人。他是中國近代第一

個現代買辦。”

該書是這樣評述唐廷樞在極端困難中入主招

商局這一歷史性選擇的：

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直隸總督李鴻章，

決定要推進與發展中國的商船力量，部分是由於

從長江下游向華北地區運輸貢糧[指漕運，清廷

農業實物稅收之一]，另一個原因是與中國水域

內的外國公司航運生意作競爭。開始時委派一位

富有的、有官銜的帆船老闆朱其昂(候補道)去管理

這項新事業。

然而，朱其昂被證明並非一個合適的創業

者，他買了一艘老式的 P & O 型輪船“伊敦”

號，又向英國訂了三艘船，但他無法湊足足夠的

贊助為他付款。1873年初，在這個機構正式宣佈

開業不久，李鴻章不得不找一個能勝任的創辦人

經理。五月份，唐景星被邀請到天津受到李的召

見，唐即回到上海接管了這個官方贊助的事業。

他離開怡和時關係是友好的，怡和接受唐的介

紹，由他哥哥唐茂枝繼任上海買辦(唐茂枝的英

語也很好，以前當過香港政府和海關的通譯)。

唐作為中國輪船事業的領袖，超過十年直

至1884年，政府的庇護帶來很多好處，也產生了

困難。唐組織了一個投資者的聯合集資團體董事

會，李鴻章向唐授意，即該事業的管理取決於董

事們，他們代表股份的持有者，而他們的股份不

是固定的(可以自由轉讓)，李鴻章肯定了唐的見

解，即：既然認定這是一項商辦的事業，那麼政

府允許正當的經營是合宜的。

唐被李委為該局的總辦，而他的富有的朋

友徐潤則作為他的副手(會辦)，另外還有兩名副

手，朱其昂依然在漕運方面與政府打交道，而盛

宣懷(李鴻章的可靠助手)被指定為負責從內地省

份採購糧食，交由中國輪船運往華北(漕運)，是

完成稅額的副手(會辦)。(68)

唐廷樞正式入主輪船招商局，是他成為中國

輪船領袖的開始。這是歷史的轉捩點，是眾多粵

籍買辦思想認識的一個轉捩點。唐廷樞、徐潤等

買辦們，懷着一顆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離開了富

有的洋行買辦生活，向着祖國的航運事業邁進。

他的使命是艱巨的，那就是把推進與發展中國民

族航運業的夢想變為現實。

(二)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僚的支持與封建頑固

勢力的反對。

自輪船招商局創辦伊始，在清王朝內就有

兩種不同的聲音：一是以李鴻章、曾國藩、左宗

棠等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僚的支持；二是以宋晉、

王先謙等為代表的封建頑固勢力的反對。具體來

講，兩派在輪船招商局問題上的較量大的有兩

次：一是是否繼續造船的爭論；二是圍繞維護輪

船招商局的利益展開的鬥爭。嚴格地說，這兩派

的鬥爭在輪船招商局問題上體現出來，就是是否

要發展民族的輪船航運業的鬥爭。唐廷樞較好地

運用了洋務派官僚的支持，巧妙地戰勝了頑固守

舊勢力的反對。

李鴻章等力主創辦招商局。早在容閎提出

創辦輪船招商局的時候，兩江總督曾國藩、江

蘇巡撫丁日昌就給予支持。江南製造局總辦馮焌

光從“欲富中國”的角度談創辦商辦輪船的重要

性，李鴻章對此表示讚同，認為華商如能自立公

司，由熟悉商情、公廉精幹之員出面擔當；復有

專門生意(漕運)，自不至為洋商侵奪。

恰在此時，朝廷發生了一場是否繼續造船

的爭論，這成了李鴻章等從“求強”轉向“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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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從經營軍工企業轉向興辦民用企業的一

個契機。

1872年，內閣學士宋晉上奏朝廷，藉口製造船

艦浪費錢財太多而成船太少，請求飭令福建、上海

兩船政局暫停製造。朝廷令李鴻章、左宗棠、沈葆

楨等通盤具奏。在覆奏中，左宗棠、沈葆楨都反對

宋晉的主張，認為“兵船為禦侮之資”，不能因惜

費而停造。他在〈議覆梅啟照條陳〉中，根據駐英

法大臣郭嵩燾的建議，希望朝廷盡快允准“創設招

商局”，認為中國“夫欲自強，必先裕餉；欲濬餉

源，莫如振興商務”。(69) 在李鴻章的力爭之下，朝

廷終於允准了創設輪船招商局的請求。

1872年8月，李鴻章令朱其昂負責籌辦輪船

招商局。“開始時，一富有的、有官銜的帆船老

闆朱其昂在管理這項事業。”(70) 然而，在招商方

面並不順利。朱其昂向李鴻章面稱：上海棧房業

已租定，天津也租有棧房，惟其辦事過於勇往，

誠有獨力難支之虞。李鴻章認為如果此美舉又復

中止，百年後永無振興之機，便決定親自出奏創

立輪船招商局並給予支持(71)：

嗣准總理衙門奏覆以“間造商船、華商僱領

一節，李鴻章、沈葆楨以為可行，應由該督撫隨

時察看情形，妥籌辦理”等因。[⋯⋯]現已購集

堅捷輪船三隻，所有津滬應需棧房、碼頭及保險

股分事宜，海運米數等項，均辦有頭緒；並稟經

臣咨商江浙督撫臣飭撥明年海運漕米二十萬石，

由招商輪船運津，其水腳耗米等項，悉照沙甯船

定章辦理。至攬載貨物、報關納稅，仍照新關章

程辦理，以免藉口。

昨據浙江糧道如山詳稱：該省新漕，米數

較增，正患沙船不敷撥用，請令朱其昂等招商

輪船，分運浙漕，較為便捷。

[⋯⋯]除由臣隨時會同南洋通商大臣，督飭

各口關道妥商照料，並切諭該員紳等體察商情秉

公試辦，勿得把持滋弊，並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查照外，所有試辦招商輪船分運江浙漕糧各緣

由，理合繕摺具陳。(72)

1872署兩江總督張樹聲(73) 等也在向朝廷奏摺

附片中稱，時下已將江蘇省起運“交倉正漕”提

出十萬石，由招商局輪船承運赴津，請求閣下李

鴻章轉飭天津道縣，多備駁船，趕緊轉運：

臣等伏查蘇省起運漕運，漕糧遞年增多，

全恃商船轆轤轉運，方可及時交兌，而承運商

船，因連年生意虧折，歇業居多，以致沙船日見

其少。本屆海運至漕採買，連備帶之米，統計不

下八十萬餘石，較之往屆為多，若均攬僱沙衛各

船承裝，恐致不敷周轉，有誤交兌之期。現將蘇

省起運交倉正漕，提出十萬石，由招商局輪船承

運赴津，其上棧保險等費，悉歸輪船商局委員自

行料理，與海運局無涉，倘有虧短米石，亦由商

局賠補。惟輪船轉運甚速，設有囤棧之米，必須

趕緊剝運，俾無延滯之虞；應請勅下直隸督臣，

轉飭天津道縣，多備剝船，趕緊剝運。(74)

張樹聲所稟奏的糧情迫在眉睫。因為江浙

一帶漕米一直是朝廷的貢品，過去一直靠老式沙

船由長江一帶運往天津。是年產糧豐收，採購的

漕米多達八十餘萬石，僅用老式沙船是不能按期

運往京師的，加之正值歲末，糧倉超載，必須由

輪船商局加運十萬石方不誤事，否則就會發生黴

變，所以刻不容緩，劄委朱其昂主事，直隸候補

道盛宣懷協助。

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的目的，《薊花與

玉》一書這樣評述：“1872年8月，李鴻章，直隸

這個大省份的總督，決定要推進與發展中國的商

船力量，部分是由於從長江中下游運輸‘皇糧’ 

(稅收的一種)到華北地區；另一部分是與中國水

域內的外國公司的賺錢生意作競爭。”(75) 的確，

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的目的有兩個：運輸“皇

糧”，與外國公司的賺錢生意展開競爭。這就通

常所說的漕運和爭回利權。

19世紀70年代，清政府的漕運問題日益嚴

重，積弊已深，淤塞日久，每年挑挖所費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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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有識之士憂心忡忡，努力探尋各種解決辦

法。丁日昌、左宗棠、馮浚光紛紛建言。丁日昌

於1864年曾請由華商置買輪船；左宗棠提出自備

輪船，閑時可用作漕運，戰時可用之運兵運糧；

馮浚光從國家富強的角度提出採用商辦輪船兼運

漕糧。李鴻章在他們的基礎上闡述得更全面、更

實際。他主張由華商建立自己的公司從事漕運，

與洋人爭利。他很透徹地說，創辦輪船招商局“庶

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佔盡”(76)。作為清

王朝重要官僚的李鴻章能從國家的漕運和民族爭利

的大計出發，創辦自己的輪船招商局，在當時的條

件下應該說是開明和進步的，是值得肯定的。

同時還應該看到，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是

為了實現富國的目的。自19世紀60年代興起的洋

務運動，主要是創辦軍事工業，如安慶軍械所、

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等。這些軍事工業製

造槍炮和輪船，對實現中國軍工企業的現代化和

增強中國的國防力量起了很好的積極作用。但這

些軍工企業花費鉅大，清政府面臨財政危機；加

之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捻軍和少數民族起義的

過程中亦花費鉅大，導致國庫空虛，咸豐至同治

年間出現最低點，庫銀僅為一百餘萬両，祇相當

於道光年間的1/15，乾隆年間的1/45。(77) 在這種

情況下，李鴻章考慮到靠政府投資創辦民用工業

已經沒有多大可能，於是他想到吸收民間的資金，

創辦輪船招商局。他說：“夫欲自強，必先裕餉；

欲濬餉源，莫如振興商務。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

損一分之利，即中國益一分之利。微臣創設招商局

之初意，本是如此。”(78) 李鴻章認為創辦輪船招商

局，振興商務，達到“濬餉源”的目的，也就達到

了“富強相因”的目的。可見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

局旨在為陷入經濟危機的清王朝另闢蹊徑，找一條

依靠民間資本的致富之路，一條依靠民間資本發展

中國民族工業的現代化之路。

輪船招商局的出現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新

生事物，頑固保守的封建勢力一度想方設法阻撓

它。1872年內閣學士宋晉就以造船艦浪費錢財太

多而成船太少為由上奏朝廷反對繼續造船。李鴻

章等針鋒相對與之鬥爭，並取得勝利。這實際上

是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愛國進步官僚與阻礙

社會進步的頑固保守勢力間的一次針鋒相對的鬥

爭。

李鴻章極力維護招商局的利益。1873年唐

廷樞、徐潤入主招商局後，招商局也面臨着內

外困境。內是資金困擾，商人持觀望態度；外是

英美輪船公司相繼跌價，欲扼殺招商局於萌芽之

中。李鴻章給予有力的支持，他不僅給招商局提

供政府扶助，借官款給招商局，而且動員江蘇、

浙江、江西、湖北、天津和上海海關都借官款予

以支持，加上唐廷樞等的巨大努力，克服重重困

難，成功地開辦輪船招商局。(見表一)

〔表1〕輪船招商局所借官款，(1872-1883)(両)

官款來源 年 份 借款數額 年利率(%)

天津練餉 1872 120,000 7

江寧釐 1875 100,000 8

浙江塘工 1875 100,000 8

海防支應銀 1876 100,000 8

揚州糧臺 1876 100,000 8

直隸練餉 1876 50,000 10

保定練餉 1876 50,000 8

東海關 1876 100,000 8

江寧藩庫 1877 100,000 10

江安糧臺 1877 200,000 10

江海關 1877 200,000 10

浙江絲捐 1877 200,000 10

江西司庫 1877 200,000 10

湖北司庫 1877 100,000 10

海防經費 1878 150,000

海防經費 1878-81 100,000

出使經費 1881 80,000

天津海防支應局 1883 200,000

資料來源：黎志剛：《國有問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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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了增加招商局的營運範圍，李鴻章

特別安排更多的漕運給招商局。(見表二)

〔表2〕輪船招商局承運漕糧收入(両)

年度 運漕糧數

(石)

運費率 總收入

(運漕數x運費率)

1873. 06 170,000a 0.6000b 102,000

1873-1874 250,000aa 0.6000 150,000

1874-1875 300,000c 0.6000 180,000

1875-1876 450,000d 0.6000 270,000

1876-1877 290,000d 0.6000 174,000

1877-1878 523,000a 0.6000 313,800

1878-1879 520,000a 0.6000 312,000

1879-1880 570,000d 0.6000 342,000

1880-1881 4750,415d 0.531e 252,445

1881-1882 557,000d 0.531 295,767

1882-1883 580,000d 0.531 307,980

1883-1884 390,000d 0.531 207,090

1884-1885 470,000d 0.531 249,570

資料來源：a.《申報》(1973年6月13日)；b.《近代名人書

劄》卷2，頁863-864；《申報》(1875年3月16日)；c. 劉廣

京〈19世紀中國的輪船企業〉，《亞洲研究雜誌》18，第4

期(1959)，頁443；d. 《報告書》II,  21-24；e.《李文忠公全

集》奏稿，36 : 32-34。

李鴻章採取的借官款和增加營運任務兩項，實

際上就是給予招商局在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這種

支持使招商局獲得了寶貴的資金，跳出舉步艱難的

困境。招商局也贏得時間用以發展和壯大自己的實

力，最終到1877年成為雄踞中國最大的輪船公司。

(三)唐廷樞成功改組招商局

輪船招商局是中國近代由政府創辦的第一

個大型民用國有企業，最初由沙船世家朱其昂創

辦。但開局並不順利，招股未足數，且因內部經

營管理不善而導致嚴重虧損。1873年唐廷樞總辦

招商局，建章立制，廣為招股，拓展局務，成功

地把這一個官督商辦的國有大型企業改組為商辦

的資本主義企業。

1872年8月，李鴻章令朱其昂負責籌辦輪船

招商局。“開始時，一富有的、有官銜的帆船老

闆朱其昂在管理這項事業。”(79)

同治十一年(1872)夏天在天津兌漕，李鴻章

召其就試辦輪船招商局一事進行反複議論。朱其

昂面呈了〈輪船章程〉二十條，主張採用官商合

辦，被李鴻章以“未盡着實”為由否決，並飭令

其赴滬與總辦江南機器製造局的沈葆靖、馮竣光

等會商。按照朱其昂的經營思路就是典型的官商

合辦模式，商人沒有多大積極性，因此開局並不

順利。

一是招股出現困難，艱難開局。李鴻章劄委

朱其昂主事，直隸候補道盛宣懷協助。朱其昂又

委託道員胡光墉(字雪巖)、李振玉等招徠商股，

但中國商人非常不願投資於招商局。在1873年4

月，據說商人認股總共超過十萬両，但是祇收到

郁熙繩現款一萬両。連上海華人商界兩位著名人

物胡光墉、李振玉最初由朱其昂委託招商，這時

也婉辭入股。為了挽救夭折的危境，李鴻章從直

隸練兵餉糈局的制錢中，撥借二十萬串，作為籌

辦的官借資本，年息七釐，除預繳利息外，實領

十八萬八千萬串，同時言明此非官投股份，而是

有息借款，所有虧盈與官無關。這樣，輪船招商

局才得以正式開張。

二是朱其昂業務不熟，經營管理不善。輪船招

商局創辦初期，並不順利。由於朱其昂所熟悉的業

務僅限於沙船和漕運，而對經營新式輪船業務並不

熟悉。他拿官款和商股高價購買了三條舊船。“伊

敦”號“船大而舊”，“福星”號“艙通而小，均

即沉溺”，另一艘也不合用很快沉沒。朱其昂在

管理中用人太濫，浪費鉅大導致虧本，“用人之

濫，糜費之鉅，殊駭聽聞。其後，虧折殆盡。”

事實證明朱其昂對直接經營輪船和募集資本完全

不能勝任。 (80) 面對此種情況，朱其昂不得不辭

去總辦之職，請求專辦漕務。此時，有人主張改

為官辦，而入股商人卻深為憂慮。李鴻章經過慎

重考慮，決定派更合適的人選到輪船招商局主事

並進行改組。

事實上，朱其昂創辦輪船招商局的指導思想

不明確。他創辦輪船招商局的綱領〈輪船章程〉

二十條仍舊是帶有封建官僚特色的官商體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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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指導下的招股反應冷淡，祇招得沙船商人

郁熙強的現銀一萬両，這對創辦像輪船招商局這

樣的現代大型企業祇是杯水車薪。

朱其昂對經營新式輪船業務一竅不通，導致

經營管理的失誤。經營決策的失誤導致購買的三

條輪船無一能使用，而且價錢昂貴；用人沿襲官場

風氣，濫於用人；缺乏管理經驗，浪費鉅大；結果

是“虧折殆盡”。由於輪船招商局前期的指導思想

不切實際，經營管理又失誤，改組已成為必然。這

個重任歷史地落到唐廷樞、徐潤身上。

唐廷樞接管招商局後，大膽進行改革，從局

規章程、官商資本的構成比例及用人等方面進

行改組，使招商局成為商辦的資本主義企業，

為招商局尋找到一條適應市場經濟規律的發展

之路。

重訂〈輪船招商局局規〉和〈輪船招商局章

程〉，通過建章立制，確定輪船招商局的資本主

義性質。唐廷樞和徐潤於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

初一日正式接辦輪船招商局事務。他們的上任，

使該局經營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

建章立制。唐廷樞入主該局的第一件事，就

是重訂了〈輪船招商局局規〉和〈輪船招商局章

程〉。

〈局規〉共計十四條，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兩

項內容：一是全局資本為一百萬両，先收五十萬

両，分為一千股，每股五百両，每一百股推舉一

名商董，在這些商董中推舉一名商總。總局和各

分局分別由商總和商董主持，如不勝任，可以更

換。根據這一規定，投資者對局務有一定的發言

權，而且大股東享有經營管理權。同時又規定總

局須將“各商董職銜、姓名、年歲、籍貫開單稟

請海關道轉詳李鴻章存查”，而且更換商總或商

董都必須請示李鴻章批准。這充份體現了“官督

商辦”的原則。二是該局股票及取息手摺都編列

號碼，填寫姓名和籍貫，在股份冊上加以詳細註

明，“以杜絕洋人借名”之弊。如果股東將股票

出讓，必須到局注銷，“不准讓與洋人”，以保

證主權歸中國所有。

從〈局規〉和〈章程〉來看，輪船招商局是

典型的商辦企業。

1)招商局內部實行股份制。全部資本為一百

萬両，先收五十萬両，分為一千股，每股五百

両。股份制最大的優勢就是把股東和企業的命運

捆綁在一起，股東必定關心企業的生存與發展，

這有利於股東對企業的經營和管理進行監督。2)

保證商總和商董的權力。每一百股推舉一名商

董，商董又推舉商總，而總局和分局分別由商總

和商董主持。這樣投資者股東對局務有一定的發

言權，而大股東則更享有經營管理權。3)經營辦

法。規定該局業務“按買賣常規”論，以及股份

的“官利”和盈餘分配等事項。從〈局規〉、〈章

程〉的內容來看，無處不體現商人的利益和商人的

意志和要求。

唐廷樞使用商人擔任企業的骨幹力量。1873年

7月，李鴻章正式劄委唐廷樞為總辦，徐潤、朱其

昂、盛宣懷和朱其昂之弟朱其詔為會辦，共五人，

但實際主持工作的祇有唐廷樞和徐潤二人。因為

盛宣懷在1875年秋奉李鴻章之命到湖北督辦煤礦，

後又赴直隸候補；朱其昂又於1878年在天津去世，

接替其負責漕運的葉廷眷在局僅一年便辭職引退；

朱其詔在1879年因署永定道而離局。唐廷樞上任後

對人事進行調整，大膽使用商人擔任企業的骨幹力

量，這充份體現了民族資本主義的性質。

廣為招股，擴大商人資本的股份。招股對

輪船招商局至關重要。朱其昂創辦招商局伊始，

殷商鉅賈或持懷疑態度，或怕得罪洋人，投股甚

微，雖經朱其昂多方奔走，祇得沙商郁熙繩的現

銀一萬両，上海商人認股十餘萬両而未繳現銀。

而按照〈局規〉，須招足一百萬両，先收五十萬

両。這的確是個不小的數目。

1 )第一期招股。唐廷樞、徐潤果不負眾

望，1873年年底僅六個月，就招得四十七萬六千

両，將近一半。(81) 朱其昂不能完成的事為甚麼唐

廷樞卻成功了？究其原因：

第一，他本人率先入股並廣泛動員親戚朋友

入股。唐廷樞率先投入他個人的鉅額資本，在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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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局第一期股本中，他至少有個人資本八萬両。

唐廷樞呈稟李鴻章稱：“刻下趕緊招徠殷商入

股，計應需之數，已得其半。”(82) 唐廷樞又在報

上發表了招股公啟，繼而在其廣東籍的殷商富戶

中廣泛動員入股，直至擴大到他所有相識的人，

再由友及友，廣為邀集。唐廷樞後又記曰：“其

最初附股之人，因由廷樞招至，即後來買受者，

廷樞亦大半相識。”(83)

第二，他個人的威望。由於唐廷樞在商界的

威望，對於他的招股事宜，新聞界都抱着一種樂

觀的態度。1873年6月28日，即在他上任前，《教

會新報》就曾作過這樣的報導：“招商局總管委

員今改派唐君廷樞號景星者，擇於(陰曆)六月一

日接事。據聞隨帶資本並南潯輪船入局營運，而

唐君久歷怡和洋行，船務亦深熟悉，自後招商局

必多獲利也。”(84) 1873年6月2日，瓊記洋行老

闆費倫在致同行的信中亦稱：輪船招商局“不難

找到為數眾多的股東，祇要他們知道這個公司是

由唐景星在妥善加以經理”。(85)

第三，唐廷樞在各分局中實行的商董制度，

對招股起到了重要作用，充分調動了各地的積

極性。

漢口分局商董劉紹宗，原在英國人所開的瓊

記洋行任買辦，後受唐廷樞邀請，脫離該行進入

輪船招商局。劉紹宗是個非常精明強悍的人，與

運輸界人士交往密切 (86)，所以很快就把日本的

貨運業務搞起來了。在招商局像劉紹棠這樣的董

事有十二個，分設鎮江、九江、漢口、寧波、天

津、燕臺(煙臺)、營口、廣東、福州、香港、廈

門、汕頭，各分局的商董積極進行招股活動，對

完成第一期招股起到了積極作用。

2)第二期招股。到了光緒初年(1875)，因為

江浙漕米增加，各國客貨擁擠，唐廷樞不得不添

招新股，公議每股一百両，又定造並購買共添六

船。然不幸的是，新股尚未廣招，臺灣事件就爆

發了。海面不靖，多生觀望之心。到臺灣事件了

結，祇招得新股十萬零二千四百両，新舊股本及

練餉錢合銀七十三萬九千餘両，所有新舊輪船十

一號及碼頭棧房等，已經置本一百二十八萬両之

多，尚缺銀五十四萬餘両，均由唐廷樞和徐潤挪

借。倖者此年生意頗佳，除了費用及籌墊折息之

外，尚有餘利一分五釐，當經按股分派，刊刻第

二年總賬佈告。(87)

第二年因臺灣事件祇招得十萬零二千四百

両股金，但李鴻章洞察艱難，全力支持，終於

度過難關。唐廷樞開辦招商局兩年來非常艱難，

外是“洋商遂生忌嫉，竟將各口水腳減去一半或

七、八成意欲藉滇案未了牽累局船”(88)；內有“一

些封建頑固派看不慣新生事物對輪船招商局大肆

攻擊，百般指責挑剔”。李鴻章洞鑒艱難，在上

年秋即撥海防支應銀十萬両，直隸練餉十萬両，

糧臺十萬両、保定練餉五萬両，均按照八釐息，

又加上東海關籌銀十萬両，有此鉅款，已免喫虧

莊利。(89) 同時，增拔漕糧及承運官物業務。1877

年，他上奏清廷欠准江浙一帶海運的漕米，至少

分四五成經輪船招商局運輸，且“沿江沿海各省

遇有海運官物，應需輪船裝運者 ，統歸局船承

辦”，以增加其業務收入來源，並請准延期歸官

款，1877年，他奏請將輪船招商局所借官款緩期

三年清還，至1880年緩利拔本勻分五年歸還，“以

紓商辦”。

儘管創設輪船招商局存在許多困難，但由於

李鴻章的得力支持，加之“唐廷樞等兢業為懷，

官商聯絡” (90)，終於度過了資金上的險關，使

局務不斷得以擴充。1881年輪船招商局實現了招

商一百萬両的第二號計劃，而且申請加入的還不

少，股票市價由每股一百両售至二百両，很快達

到二百萬両的股額。

總之唐廷樞入舉輪船招商局後着力進行改

組，制定〈局規〉和〈章程〉，讓商人有充分的

權利，調動商人的積極性，擴大商人股份，第一

年就招到四十七萬六千両，到1881年實現招商一

百萬両的計劃；使用商人作為實際經辦人，從而

使招商局的商辦性質確定下來，並使招商局按市

場的法則健康地運作，收效顯著。以1877年為

例，也就是唐廷樞入舉招商局的第五年，船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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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艘增加到二十九艘，增長7.2倍；噸位由2,313

噸增加到30,528噸，增長13倍多，資本總額七十

三萬両，淨增四萬四千四百九十両，五年平均增

長率為178.7%，說明五年時間輪船招商局實力大

增，一躍為中國最大的輪船公司。

輪船招商局的商辦性質有利於收回利權和促

進國民經濟的發展。招商局的業務擴大，不僅與

洋人抗衡，而且業務擴展到東南亞，使“西商貿

易日見其淡矣”。連法俄公使亦稱“深合機宜，

為中國必不可少之舉”，“其不爭利者未嘗不深

服也”。(91)

(四)創新使招商局不斷增強自身的造血功

能。

唐廷樞作為一名成功的企業家，在於他具

有一種冒險精神和創新精神。唐廷樞所受的教育

與經歷使他較早地熟悉了有關世界經濟的運作規

律，更易於接受世界上的新生事物。就航運業而

言，由於在買辦期間直接參與航運業務，他對世

界各國的航運動態、發展狀況了如指掌，因此當

輪船招商局度過初創期的艱難穩住陣腳後就必須

創新。就當時而言，必須把中國的航運業納入整

個世界範圍來經營，自覺與世界接軌。唐廷樞在

用人、船舶維修、船舶保險等方面不斷創新，與

世界接軌，從而使輪船招商局不斷增強自身的造

血功能，並在未來的國際航運競爭中立於不敗之

地。

1)與世界接軌的用人機制。

唐廷樞在馬禮遜教會學校和怡和洋行的經

歷，使他對西方科技人材有了充份的瞭解，這

對他的輪船業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招商局的船

長、輪機人員幾乎全是洋人。關於船舶修理，他

依賴的是原美國旗昌洋行航海工程師D. R. 史柏

丁。

也就在唐廷樞上任這年8月，唐廷樞附股了

史柏丁的“滿州號”輪船。這艘輪船是向旗昌輪

船公司買進的。史柏丁是這隻船的註冊船主，實

際上他祇擁有該船四分之一的股份，是洞庭、永

寧、滿州三艘輪船的最有資格的船主，擁有三艘

船的股份。永寧、滿州兩號輪船就是隨唐廷樞附

入輪船招商局的。 (92) 這艘“滿州號”實際上是

一艘小輪船。唐廷樞充份利用了史柏丁的技術專

長。

然而，唐廷樞本人在技術方面有足夠的知

識進行監督，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接辦前，朱

其昂曾通過 Archibald Lit t le  and Company 訂

購了“拉普蒂克”(Laptek)號輪船。在該船購進

後，唐廷樞曾和史柏丁到船上查看，看遍了船隻

的每各個部分，結果發現該船所列的90a級與實際

不符，便拒絕接受這艘船，被對方製造廠家告上

了法庭。唐廷樞便勇敢地出庭作證：“我之所以

不接受‘拉普蒂克’號輪船，是因為它的載重量

不合我們的需要。我與史柏丁先生上船察看時，

我看遍了船隻各個部分，我不知道它是屬於哪一

個級別的，假使我是Leoy's的驗船師，我不會把

它列入90a級的。”(93) 最後唐廷樞在法庭上憑藉

他的深厚知識和熟悉國際法律運作技巧而勝訴，

退回“拉普蒂克”號，購買符合中國航運的“合

眾”號輪船。

史柏丁一直是唐廷樞所依賴的西方船舶工程

師。非常不幸的是，史柏丁在“滿州”號沉沒時

喪命。(94)

唐廷樞非常重視發揮下屬人材的作用。他

所依賴的一些人，如同他本人一樣，都是有買

辦背景的，在輪船招商局都有股份。徐潤擁有

很大的茶葉生意。而前瓊記洋行買辦、時任該局

局董劉紹宗先是代表唐廷樞前往漢口洽購漢口碼

頭，並組建漢口分局，不久就被派往日本開辦上

海至長崎的貨運業務，並在長崎成立了一個華人

商會。 (95) 無論是包括唐廷樞本人在內的中國買

辦，還是外國的船長和輪機人員，他們都接受過

西方教育，都具有有關西方的科學知識和技術，

瞭解西方的有關法律、法規，是具備與世界接軌

的現代化人材。

2)與世界接軌的船舶維修業：興辦同茂鐵廠。

由於唐廷樞的奮力擴充，招商局的航運業務

有了新的拓展，船隻數目不斷增加，而船隻的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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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工作也日見繁重。以往都是依靠外資機械廠承

辦，有些還需要到外國去維修，常常受到洋人的

刁難。所以，唐廷樞和徐潤商議，決定在招商局

內附設“同茂鐵廠”，作為自己的維修機構，從

此可以不必求助於洋人開辦的維修廠。

唐廷樞等興辦該廠，目的是相當明確的：

可以定期對本局輪船進行維修；可以節省大量資

金，用於其它事業；可以在外國工程師指導下培

養自己的人材隊伍；可以承接中國私人輪船公司

的維修業務。

該年8月14日《彙報》記曰：

招商局轉運日廣，船舶日多，然遇有修理船

隻事宜尚須分託船廠代辦。茲招商局總理會集各

紳商糾集鉅款，在虹口自設船廠，廠名同茂，一

切均用汽機，以備修葺船舶之用，以機器補人力

之未逮，以火力速機器之運行。工速值廉事易功

倍。且廠內全用華人，尤足見精研西法。由此蒸

蒸日上，將見中朝各省埠，無不以機器製造擅長

矣。此廠不日開工，用持先告同志，各省埠行戶

有煩於機器者，當即妥為代辦也。(96)

僅僅一年多時間，同茂鐵廠就已開始營業。

上海英國領事曾專門到該廠視察，在1876年的領

事報告中稱：“過去一年中，船舶增多了，鐵工

廠的業務隨之擴大。於是聘請了一位總工程師，

修理項目盡可能在廠內解決。該廠經理向我保證

說，工廠在不需要外國人幫助的情況下，的確已

經可以自己生產輪船鍋爐、汽艇蒸汽鍋爐以及螺

旋漿推進器，祇有在機器精密工藝複雜的情況

下，才需要外國人來監督製造。”(97)

興辦同茂鐵廠是近代中國輪船維修事業的開

始，它增強輪船招商局的獨立性和抗風險能力，

是民族工業(輪船業)向“自強”，“獨立”邁出

的可喜一步。

就在創設同茂鐵廠的1874年，上海輪船招商

局已經有了令人可喜的發展。《薊花與玉》一書

是這樣評述唐廷樞上任以後的出色業績的：

在唐任總辦的十年中，總的來說，他成功

地得到了商人與政府的支持，在一年內，唐、徐

與其他中國商人所訂購的股份達到四十七萬六千

両，支付了朱其昂以前訂購的輪船款項和可觀的

碼頭財產。此外，通過怡和洋行從英國買了三艘

新船，唐對西人的瞭解，對他很有幫助，唐景星

並非單純滿足於漕運，因為它祇局限於天津至上

海之間，他同時要在長江、華南、日本之間的航

線與西方船隻競爭。同治十三年(1874)上海幾家

主要輪船公司的力量如次：

   魯塞爾公司 (美商旗昌洋行)十七條船

   怡和洋行 六條船

   招商局 六條船

   太古洋行 六條船

在以後的九年中，中國公司(指招商局)是發

展最為迅速的競爭者，1877年已成為中國最大的

輪船公司。(98)

當時，唐廷樞在上海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影

響。1875年，上海成立洋務局，由於他的身份

和地位被蘇松太兵備道馮竣光劄委為會辦。劄文

曰：

照得上海為東西兩洋通商總匯之所，洋務

殷繁甲於他處。現經本道設立洋務支局，劄委

褚守闌生總辦局務。[⋯⋯]業於正月初八日開局

辦理在案，現擬添設外局，事務更繁。查有候

選同知唐丞廷樞，辦事認真，不辭勞苦，洋務

最為歷練，悉協機宜，堪以會辦。除分別飭行

外，合亟劄委，劄到該丞即便遵照赴局，將中

外交涉一切事件，會同總辦褚守等慎密辦理，

切切此劄。(99)

3)開創中國近代保險業：創辦保險公司，設

立保險招商局。

航運是風險事業，時有輪船漂沒，損失甚

鉅。是年陰曆二月十七日，招商局“福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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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船就曾與怡和洋行“澳順”號輪船相撞而沉

沒。當時“福生”號輪船裝漕米雜貨並搭客六十

五人，船上華洋執事五十三人。當該船行至佘山

時，出現大霧，祇好慢車放氣筒緩行，不料在次

日10:45分行近黑水洋相距百里處，忽被“澳順”

號橫撞而來，形同丁字，撞在船頭右側，水即湧

進頭艙，僅過了三分鐘，全船沉沒，而“澳順”

號卻安然無恙。據統計，當時在船同時沉沒的有

江浙海運委員董蒯光烈等二十三人，司事五人，

客商九人，舵水火工十三人，僕人十二名，西人

一名，上面載有浙江白糧七千二百七十石，以及

客貨木料諸物。遇救者僅劉才鼎等五十三人。

唐廷樞和徐潤等聞此警報，慘不忍言，當即

派船前往探其存亡，並具稟請恤，向“澳順”號

提起訴訟。歷時兩月，集審者六次，傳受難家屬兩

次。此案由上海道臺與英國領事末海士會審，判定

賠償。由“澳順”號給溺死的官員每人三百両，其

餘每人一百両，然而由於該英國輪船船主逃逸不知

所往，所以其賠款耽延多時，後來雖經賠償，卻未

能足數，而“澳順”還想狡辯翻案，幸虧輪船招

商局理直，終歸無效。因為道臺和英領事有權定

案，然而無權逼付賠銀，後由擔文律師將此事報

告英京，由英政府囑怡和洋行暗付此銀，但不准報

紙揭載。對於未足之數，由該局先行籌措川資銀各

五十両，另由盛宣懷單銜具稟，在漕米傭錢內每年

撥提銀二千四百両，每家給百両，作二十四家，以

十年為限，藉資撫恤，此案遂定。(100)

這次慘劇經李鴻章等奏稟朝廷之後，朝廷上

諭：“該員等因公淹斃，殊堪憫惻，着照陣亡例

從優議卹，並於天津、上海捐建專祠，由地方官

春秋致祭；其同時溺斃僕從，一併附祀，等因。

欽此。”

天津專祠經前蘇松糧道英樸在東門外捐建

專祠，以“湣忠”二字為額。上海專祠因人煙

稠密，覓地為難，經蘇松太道劉瑞芳督同上海

縣查有西門內有舊屋，堪以改作，即由該道籌

捐經費，開工興建，於光緒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專

祠落成，仍照天津專祠以“湣忠”二字為額，將

江浙殉難員董，依次設位，暨將隨殉僕從一併附

祀。(101)

正是根據福生號沉溺這一沉痛教訓，唐廷樞

創設輪船招商局自己的保險，向外商壟斷的輪船

保險業發出了挑戰。

光緒元年(1875)正月，輪船招商局議自江海

輪船保險每艘二至四萬両，此為輪船招商局自保

的基礎。(102)

此次〈保險招商局公啟〉稱：

竊維保險之設，起自泰西，不論船貨房屋等

項，均可按價立限具保，早有成規，在物主所出不

及一分之費，即能化險為夷。惟中國於保險一事，

向未專辦。現在輪船招商局之船貨，均歸洋行保

險，其獲得既速且多，是以公同集股由唐景星、徐

雨之二君總理其事，設立保險招商局，倣照各保險

行章程辦理，不特商局輪船貨物可以酌量保險，即

洋商船貨投局請保者，均可照章承保，以廣招徠。

由於保險招商局公告中清清楚楚地說明投保

的目的是“所出一分之費，即能化險為夷”，加

之輪船招商局的信譽和實力，公告一出，華人商

船船主反響熱烈。1875年11月1日《益報》和同

年11月5日《申報》刊登了這則公啟，華人商船

認股投保者甚多。

公告頒佈後僅半年，唐廷樞、徐潤就創辦了

仁和水險公司和濟和水險公司。“到了光緒二年

(1876)七月，唐廷樞又與徐潤、陳菱南、李積善

等創設了仁和水險公司，集本二十五萬両，試辦

了一年，得利頗厚。”繼又添招二十五萬，共股

本五十萬両。 (103)“試辦仁和水險公司，生意頗

旺可得利三、四分。”到了光緒四年(1878)，輪船

招商局任命留學英國的廣東人張慎之為“江孚”

號船長，川走長江，洋商嫉妒，不給予保險，所

以，唐廷樞等決定多設一公司，即濟和水火險公

司，集股五十萬両，共一百萬両。正是有了這百

萬股本，得利不少，而怡和、太古等英商輪船保

險公司此後不再拒絕華船保險。(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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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是高風險的金融投資業，又是近代一

個國家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

近代化的起始階段，像招商局這樣的現代企業，

船貨均由洋行保險，而夾板船概不承保，在投保

工作中也多有限制和刁難。如1878年張慎之為  

“江孚”號船長，洋船嫉妒，不給予保險。唐廷

樞等近代愛國實業家，出於民族大義，也為了近

代民族工業的健康發展，創立自己的保險公司，

從外國人手中奪回自己的保險事業，是值得稱道

的，是近代化進程中的創舉。

唐廷樞在創辦輪船招商局的過程中，採用與

世界接軌的用人機制，打破傳統的用人方式，使

用西洋人才任船長、輪機人員和維修人員。事實

證明他的與世界接軌的用人觀在輪船招商局發展

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由於他充份使用“滿

州號”船長史柏丁的技術專長，就為招商局挽回

了鉅大的經濟損失。人材是關鍵，人材問題解決

好後，船舶的維修和保險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由於輪船招商局的產生和發展祇是移植西方工業

革命的成果，與航運相關的維修和保險最早都是

附依於外國航運公司。當中國的航運業發展壯大

並與外國航運公司相抗衡的時候，外國公司就會

在這些方面刁難作梗。因此，唐廷樞僅用一年多

時間就把同茂鐵廠辦起來，增強中國輪船招商局

的獨立性和抗風險能力。他吸取“福生號”沉溺

的教訓，創設自己的保險公司，成立保險局，不

僅從外國人手中奪回自己的保險事業，而且有利

於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健康發展，是對近代中國

國民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貢獻。通過創造性引進

人材，創辦同茂鐵廠和保險公司，使輪船招商局

自身造血功能增強，抗風險性和競爭能力增強，

這在後來收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和迫使英國太

古、怡和洋行簽訂招商局佔優勢的〈齊價合同〉

的過程中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明智的決策：收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

(一)收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的經過

在輪船招商局發展的過程中，唐廷樞等作

出了一個明智的決策：收購美旗昌輪船公司。美

國旗昌輪船公司是在中國最早設立的外國輪船公

司，獨霸中國水域十餘年，擁有各類船隻二十五

艘，船澳、碼頭、棧房九處。唐廷樞等從長遠考

慮收購美旗昌輪船公司這一明智之舉，不僅壯大

了招商局自身的實力，而且巧妙地收回了中國的

利權，促進了民族經濟的發展，加快了與世界市

場經濟接軌的速度。同時收購旗昌輪船公司，使

招商局失去了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從而出現了

中國航運史上招商局、太古、怡和三足鼎立的局

面。

1877年冬，當唐廷樞正在福州籌辦洋務 (105) 

之時，遠在上海主持輪船招商局日常工作的徐

潤，卻正面臨着一項從未有過的重大選擇。

旗昌輪船公司是美國商人經營的在華最大

的外商航運企業，也是外商在華開辦最早的輪

船公司，獨霸中國水城十餘年。70年代面額百

両股票“值銀一百四五十両，最高時達二百餘

両” (106)。1866年它的利潤為二十二萬両，1871

年增至九十五萬餘両，短短幾年間，它的資本由

一百萬両增至二百萬両，船隻和噸位都迅速增

加。由於招商局的競爭，其地盤日益減小，虧本

不少，最後它獨霸的漢口、九江之利，也由於“自

江寬、江永兩船到”而“氣奪”。(107) 資本從1872

年的三百三十萬両減少到二百萬両，股票價格大

幅度下降，最低時每股一百両僅值五十両左右。

旗昌與輪船招商局力爭一年，暗虧已重，又見該

局資本已經擴充，爭擠無益，遂起歸併之議。特

別是到了1877年，美國旗昌輪船公司經理更換，

股票落價更為厲害，每張股票跌至五十六両，攬

載生意又極疲滯，已經到了無法維持的地步。

就在此時，瑞生洋行卜加士達專門來找輪船

招商局，告稱：旗昌輪船公司有機可圖，全盤出

讓約銀二百五十至二百六十萬両，數日之內必須

確定是否收購。

事情重大，機不可失。然而，由於唐廷樞正

在福州，而會辦盛宣懷又在湖北武穴開辦煤鐵礦

務，所以徐潤便與輪船招商局的司友嚴芝楣連夜

籌商，認為旗昌輪船公司價值遠遠超過二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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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百六十萬両。除了輪船以外，還有碼頭、棧

房多處。其中金利源、金方東、金永盛一連三處

碼頭，就可泊船六、七艘，特別是中棧碼頭一處

水位最深，可以停靠大型輪船；另外，在寧波碼

頭及相連的順泰碼頭，以及天津棧房碼頭，長江

各埠碼頭、棧房均屬扼要之區。經過反複論價，

決定買下。次日，徐潤、嚴芝楣討價還價，向旗

昌輪船公司還價二百二十萬両。午後，對方再還

價，讓至二百二十五萬両。雙方再次討價還價，

最終以二百二十二萬両成交。先付定銀二萬五千

両，另交憑證，訂下先交銀百萬，其餘分期陸續

付清。

徐潤等與旗昌輪船公司商定以後，經過冷

靜思考，又覺得有點冒昧。如此重大舉措，一旦

為功則在為友，一旦為過則在一己，所以又有點

拿不定主意，決定向唐廷樞報告，然而當時從上

海至福州不通電話，便馬上派專人趕至福州，催

促唐廷樞立即返回上海，而徐潤則持二萬五千両

的定單趕赴武穴同盛宣懷具體籌商，盛宣懷對此

大加贊賞。於是，盛宣懷和徐潤一同趕到南京，

恰在此時唐廷樞也從上海趕到了南京。他們同梅

方伯、桂薌亭、黃幼農等觀察共同籌商，都認為

應該收購旗昌輪船公司。隨後，他們共同前往兩

江總督府，去謁見兩江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沈葆

楨。

其時，沈葆楨正在病中，開始以無錢而拒

絕。繼而經盛宣懷措籌各款近百萬，不僅措辭得

體，而且頗為動聽，祇是款項未足，須再籌商。

次日，盛宣懷再次同唐廷樞、徐潤、梅方伯等稟

見沈葆楨，指出有一個地方有二十萬両可撥，並

經梅方伯等贊助，終於使此事得以辦成。於是，

沈葆楨一面撥款協助，一面奏請朝廷。

光緒二年(1876)十一月二十七日，沈葆楨向

朝廷呈稟了如下奏摺，請求盡快撥款。

臣本月十三日接據招商局稟稱：旗昌公司

甘心歸併，開價二百五十餘萬，當於病榻傳見

局員盛宣懷、朱其詔、徐潤等，告以中國利權所

繫，極當努力為之，第須咨商北洋會籌具奏。旋

據面稟：“洋人以冬至後十日為歲終，即中國之

十一月十七日也。公司主辦三年更換一次，今年

適屆期滿，若逾十七之期，則受代人來，即無從

更議。失此機會，恐彼國復集鉅商以傾我，則非

力所能支。”臣詰以旗昌歸後尚有太古、怡和，

傾軋仍復未已。據稱：太古、怡和船少，旗昌業

已歸併，他族勢當降心相從，縱使依舊爭衡，而

我所得之旗昌碼頭棧房，已據便地，㢠非從前遷

就者比，主客之不敵，人人所知，且船至二十七

號，保險可歸本局，是又開一利源也。

臣因飭盛宣懷等即日由輪船回滬，向該公

司堅明約束。繼續稟稱：“議定碼頭、輪船、棧

房、船塢、鐵廠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項，一

概在內，規銀二百萬両。又漢口、九江、鎮江、

寧波、天津各碼頭洋樓棧房及花紅一切規銀二十

二萬両，已於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議，即於十九

日付給定銀二十萬両，並約於十二月十八日付銀

二十萬両。明年正月十七日再付銀六十萬両，即

行交盤，統歸招商局經理。其餘一百二十萬両，

分別按期歸結，大致已定，惟需款至二百二十萬

両，各商盡力攢湊，祇能集成銀一百二十二萬

両，所短之數，擬請南洋各有協力籌撥官本銀一

百萬両，發交招商局，免其繳利，分作十年歸還

公款。”稟請具奏前來。

臣竊惟招商局奉持旨允行，且中華創舉，

萬一中途蹉跌，忌我者傳笑，任事者寒心，況

聖諭煌煌，方飭認真經理，而臣狃苟安之習，避

專擅之嫌，此心何以上對君父。且長江新添碼頭

兩處，起卸六處，稽查偷漏，防不勝防，倘能歸

我華商，弊竇當較輕減。明知籌撥帑項，歸併洋

行，為千百年來創見之事，必有起而議其後者，

且江南各庫羅掘殆盡，豈有餘力以挽利權！然不

可失者時也，有可憑者理也，論時則人謀務盡，

適赴借賓定主之機；論理則天道好還，是真轉弱

為強之始。所請官本一百萬両，臣既毅然許之，

自應先為其難，擬飭江甯藩司認籌銀十萬両，江

安糧道認購籌銀二十萬両，江海關道認籌銀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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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両。據該司道面稟：一時皆不敷應撥。臣責成

其俟有進款，即陸續解濟，勿誤其正月十七日之

期。其餘五十萬，查沿江沿海各疆臣，均留心時

務，不分畛域，且此舉成後，輪船較多，江、鄂

等省裝運漕糧，均可通融酌辦，合無仰懇天恩，

飭下浙江撫臣籌撥銀二十萬両，江西撫臣籌撥銀

二十萬両，湖北撫臣籌撥銀十萬両，作為各該省

發交官本。(108)

1877年陰曆十二月初五日，朝廷上諭：

沈葆楨奏美國旗昌公司願歸併招商局，議

定各項價值，請飭撥款一摺，旗昌公司輪船、

棧房等項，現經議定價值，概行並歸招商局。

惟需款甚鉅，除各商集成銀一百二十二萬両外，

不敷銀一百萬両，沈葆楨擬由該省藩司等籌款五

十萬両，並請飭浙江撥銀二十萬両，江西撥銀二

十萬両，湖北撥銀十萬両，即署(湖廣總督)李瀚

章、(兼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翁同爵、(江西巡

撫)劉秉璋、(浙江巡撫)楊昌濬迅速照數撥解，

毋稍延誤。至所稱官本息銀不限定額，宜官商

一體等語，均着照所議行，並着(直隸總督)李鴻

章將北洋從前所發官帑照此辦理，以廣招徠。沈

葆楨摺着抄給李鴻章等閱看。將此由五百里各諭

令知之。欽此。(109)

同日，軍機大臣將上諭寄給各督撫之後，儘

管叫苦不迭，但仍奉旨籌辦，完成足額。

實際上，沈葆楨從江蘇省藩司等籌銀五十

萬両，並請飭浙江撥銀二十萬両，江西撥銀二

十萬両，湖北撥銀十萬両，都是由湖廣總督李瀚

章、兼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翁同爵、江西巡撫劉

秉璋、浙江巡撫楊昌濬等從各地緊張財政中扣出

來的。正是由於輪船招商局有各省督撫的官方支

持，收購旗昌輪船公司才得以實現。

正如李鴻章在其呈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  

〈輪船招商局公議節略〉中所稱：

旗昌與(輪船招商)局力爭一年，暗虧已重，

又見局本已充，爭擠無益，故有歸併之議。計旗

昌之江船九號、海船七號、駁貨輪船二號、躉船

七號、船澳一處、上海棧房碼頭四處，另漢口、

鎮江、九江、天津四口洋屋、棧房、碼頭及所存

之物料，一切核實，折價二百二十二萬両，稟懇

兩江督憲，蒙以歸併旗昌，實屬江海利權之大關

鍵。奏撥江蘇、浙江、湖北、江西四省公款一百

萬両，其餘一百二十二萬両由局招徠。(110)

光緒二年(1876)十二年二十四日，李鴻章曾

懷着欣喜之情致唐廷樞、徐潤手諭，認為“大局

轉移，在此一舉，翹盼曷任”：

旗昌輪船已完議歸併，從此經營得宜，利權

漸可收回，大局轉移，在此一舉，翹盼曷任。惟

奉旨飭款各款，兩江五十萬自可分批結領，連潮

州絲廠顧、陳二姓原有股份二十萬抵算，是明年

正月應付六十萬両當無缺乏。浙江、江西、湖北

五十萬陸續請領，或亦無誤碼頭、棧房等二十二

萬半年之期。此外五年分還一百萬，除官利劃抵

外，所欠尚多。前擬由兩淮鹽商籌集股份，目下

南省賑捐，鹽商湊捐鉅款已屬竭力，恐暫難強令

添股，應俟一、二年豐收後，稟商當事，相機勸

諭，商情當更踴躍，雖不便指定確數，要在局內

聲各得起，生意日盛，公道日彰，利市得穩，無

論運近外商富賈，必有不拉自致，不勸自集，利

在事諸君子嚴立章程，和衷協力，庶克有濟，弟

亦時刻為之惴惴也。本屬浙漕撥運較多，蘇省尚

未聞確數。雲甫已否回滬？來春何時開駛？正月

交盤之際，杏蓀亦必到局，仍祈將詳要議辦情形

隨時告之，以解懸繫。(111)

在收購旗昌輪船公司的過程中，唐廷樞發揮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光緒七年二月十一日直隸

總督李鴻章奏〉：“此事雖盛宣懷、徐潤、朱其

詔先至金陵請示，而各項價值均由唐廷樞與旗昌

行主面議。”(112)〈光緒七年二月十一日直隸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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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片〉：“(收購旗昌輪船公司)唐廷樞等與

洋商已有成議，始邀盛宣懷由湖北赴金陵，謁見

沈葆楨。其事前之關稅，事後之付價，實皆唐廷

樞等主之也。” (113) 像這樣既需要英文知識，又

需要相關輪船、航運業務知識的重大經濟和外事

活動，開始唐廷樞雖不在上海，但最後的決策，

談判、議價、還價等唐廷樞發揮了主導作用，其

功不可沒。

(二)收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後中外的反響

收購旗昌輪船公司這一重大舉動，必然引起

轟動，有些洋人仍對此頗有微詞。

光緒四年(1878)九月一日，上海船舶登記官

泰樸(W. H. Tapp)報告稱：

旗昌輪船公司以二百萬両賣與招商局，這個

價錢對賣方來說，是非常合算的。因為船隊中包

括一些陳舊過時的船隻，其中有四到五隻已完全

報廢。根據外國公眾的估計，招商局至少多付了

五十萬両。(114)

在國內，王先謙(國子監酒)也發難，說盛宣

懷、唐廷樞利用購買旗昌輪船公司股票營私舞弊。

為此李鴻章親自出面澄清力保招商局，就“唐廷

樞、盛宣懷以公項私買旗昌股票，抵數扣帑入

己，旗昌原本已虧，收買時仍照原本開銀”一

節進行澄清：“該關道等查光緒二年臣處撥給官

款，係添購豐順、保大、江寬、江永四船之用，

唐廷樞等並無挪移私買股票。是年冬收買旗昌輪

船等項，由南洋撥給官款銀一百萬両，分期交付

旗昌洋商，取有收據，且係徐潤經手，唐廷樞、

盛宣懷更無扣帑入己之事。惟應付旗昌銀二百二

十二萬両，除撥官款外，應照盛宣懷等原稟，由

各商湊集銀一百二十二萬両，乃僅招商股四萬餘

両，以之抵還旗昌一百二十二萬両，所短甚鉅，

遂由局借墊銀四十餘萬両，付給旗昌，尚短銀六

十九萬両，係將官本緩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險

餘費，按年積存，陸續歸楚，未踐原稟之言，致

有疑為詭詐者。洋商房產交易，向有五釐中金，

分給經手之人，即盛宣懷等原稟花紅是也。買介

至二百餘萬之多，應提花紅銀數不少，盛宣懷等

主持其事，即使毫不沾染，難免群疑誹謗。至旗

昌股票，唐廷樞、徐潤或有一二，盛宣懷久在仕

途，未必有此，即有股票，不難逕向旗昌取銀，

何必劃扣付款，且旗昌亦斷不肯將應收價銀，任

唐廷樞等劃扣入己。其輪船等項買價二百二十二

萬両，係照市值估價，並未將旗昌虧折之數併

入，買價開報亦屬眾所共知。”(115)

的確，這項交易一經實現，立即使市場上跌

到祇值六十至六十六両的旗昌輪船公司面值一百

両的股票立即回昇，持票人竟然可以分得一百零

三両的利潤。難怪當時英國駐華公使西華(G. F. 

Seward)喜不自勝地稱：“現在我們這個公司的

股東已經安全了。”(116)

(三)怎樣看待收購美旗昌輪船公司

收購美旗昌輪船公司，使輪船招商局失去了

一個強大對手，從而形成了輪船招商局、太古、

怡和三足鼎立的局面。

輪船招商局所進行的“洋商爭衡”，主要是

太古輪船公司，怡和輪船公司次之。旗昌輪船公

司歸併已成，使英國太古輪船公司忌嫉更甚。自

稱有江船四號，海船四號，置本達百萬餘両，英

國利息三、四釐，年終祇求四萬之利。然而深知

輪船招商局領官款一百九十萬両，又欠旗昌一百

二十二萬両，均照八釐息，即使商股不計息，每

年亦需利二十餘萬両，又聽說新招的股本一時難

集，遂爾拚命爭擠，故意降低水腳，上海至漢口

每百斤跌至水腳一錢，上海至汕頭每百斤六分，

又分一船走寧波以撓我勢，企圖使輪船招商局兼

顧不遑，招徠難旺。在洋人自恃本足利輕，跌價

困我，開辦時也曾考慮到，但太古原係謀利而

來，若肯以已得之利，不患折閱，與我爭衡，也

是我國商賈之利，英人少獲一両，我國商賈即少

出一両。所以太古盛怒而減，輪船招商局也樂得

隨之而減，但因跌價使其招徠費手，以致歸併旗

昌以來，新股僅添四萬五千一百両，前後商股共

祇有七十三萬零二百両。然而在光緒二年(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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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至光緒四年(1877)六月底止總結，除官款利

息未付外，尚獲利一分有半，內已撥補上屆商股

不敷之息，並照發本屆股息。”(117) 這樣輪船招

商局商船在與洋船抗爭中站穩了腳跟。

收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壯大了輪船招商局

的實力，增強與外國輪船公司競爭的能力。“輪

船招商局由於購下美國的船隊，它作為一家最重

要的輪船公司出現於中國水域。”(118) 從此以後，

招商局的運力從11,854.88噸上昇到30,526.18噸，

擴大了一倍半。為其開拓業務奠定了雄厚的物質

基礎，同時還增加地勢優越的輪船碼頭，特別像

金利源這樣的最佳位置的碼頭，這一切都必然大

大增強輪船招商局與外商的競爭能力。當年盈利

額就由十六萬一千両增至三十五萬九千両，次年

增為四十四萬二千両。(119)“招商局自1877年收購

旗昌後，在通商口岸進出中外輪船噸位統計中，

中國輪船噸位便突增至四百萬噸左右，佔總數的

36.7%。”(120) 這樣大大夯實了中國航運業的基

礎，提高了自身的競爭能力。

收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巧妙地收回了中

國的利權。1876年以二百二十萬両買下旗昌輪

船公司的全部產業，包括十六艘輪船和長江各埠

以及上海、天津、寧波各處的碼頭，棧房。“旗

昌輪船公司建設在我國沿海及長江各處口岸的碼

頭是當年列強憑籍不平等約，以不合理的價格佔

用的。現在唐廷樞、徐潤等巧妙地利用時機，通

過國際慣例。”由擔文律師一手經理，歸商局接

管，把屬於祖國的黃金寶地收回來。(121)

收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也促進了民族經濟的

發展及其與世界市場經濟接軌。收購美旗昌輪船

公司後輪船招商局通過自己的航運，把土特產運

銷海外，再把中國所需洋貨轉運到內地，這對於

促進中外貨物的流通、交換起到了有利作用；對

於打破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促進中國融入世界

資本主義經濟市場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三、兩次〈齊價合同〉

1877年招商局收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後，

中國航運業務出現了招商局、太古、怡和三足鼎

立的局面。洋商忌嫉，極力跌價，中外輪船公司

競爭愈演激烈。為了避免兩敗俱傷，唐廷樞與太

古、怡和於1877年、1883年兩次簽訂招商局佔

優勢的〈齊價合同〉。〈齊價合同〉是中國近代

經濟外交的成功典範，它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由競

爭規律，對招商局的發展壯大，尤其是拓展國際

航運事業產生了積極作用，是應該給予充份肯定

的，而不應過於苛求和鞭韃。

輪船招商局從1873年成立起，“作為外國資

本主義侵略的對立物，[⋯⋯]便遭到外國資本主

義的仇恨和打擊。外國侵略者不僅在運費上跌價

相爭，企圖使招商局虧蝕而維持不下去，又對招

商局的外洋航運業極盡排擠摧殘之能事。”(122)

但輪船招商局卻在與外國資本主義爭鬥的夾縫中

奇跡般地生存、發展、壯大。1877年收購旗昌輪

船公司後，就成為中國航運業的三大輪船公司之

一。它的經驗告訴我們，在與外國資本主義的經

濟競爭中必須不畏強暴，敢於抗爭。“輪船招商

局之所以能在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嚴重威脅下，

站穩腳跟和不斷發展，這是它敢於在爭取生存的

坎坷道路上進行頑強鬥爭的結果。”(123) 下面從

兩次 〈齊價合同〉的簽訂來說明之。

(一)兩次〈齊價合同〉的簽訂

第一次〈齊價合同〉。1877年收並旗昌後，

招商局產業、地盤相應擴大，因而洋商忌之日深，

極力跌價傾軋。它們“欲多方困我，使我不能持

久，然後彼得壟斷獨登，專攘中國之利”(124)  。  

“乃美國之旗昌歸併已成，不期英國之太古忌嫉

更深” (125)。“遂爾拚命爭擠，故意減水腳，上

海至漢口每百斤跌至水腳一錢，上海至汕頭每百

斤六分，又分一船走寧波以撓我勢，使商局兼顧

不遑，招來難旺。” (126)“現太古，怡和竭力傾

擠，船多停歇岌岌難支。”(127)“總督聞招商局

被太古擠跌，勢將不支。”(128) 雖陷入了“支持

甚困”的窘境，但“歸併旗昌以來，新股僅添四

萬五千一百両，前後商股共有七十三萬二百両。

然去年七月至本年六月底止總結，除官款利息未

付外，尚獲利一分有半，內已撥補上屆商股不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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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息，並照發本屆股息。”(129) 雖“因跌價使我

招徠費手”(130) 也有虧損日增，股票日跌之感，

但能在競爭中度過難關，經營大體持平，確是抗

爭之力，經營得體之力。同樣怡和、太古在競爭

中也受損鉅大。“長江 因太古爭持，不無吃虧。

而太古亦自受累甚重，是以欲與職局轉圜。”(131)

當時情形可謂“三公司一日不和，則人心一日不

合，謠言一日不息，血本亦不能不虧”(132)。“在

勢均力敵有可能兩敗俱傷的情況下，如果不善於

實行機動、通融，妥協的辦法，以避免顯然不利

的消耗戰， 那就是毫無頭腦的人。為了保證剩

餘價值和高額利潤的獲取，此時產生了彼此俱為

圖利應不致再過分爭鬥的想法是很自然的。”(133)

於是“唐與約翰．施懷雅簽訂了和約，分享在長

江合夥經營的利潤(齊價合同)，以45%-55%比例

分成；中國方面佔55%。唐與怡合也以同樣的辦

法簽了約，以招商局三條船，怡和兩條船共同經

營上海至天津航線，以海關文件為準，按比例分

成”。 (134) 唐廷樞、徐潤等就此事稟李鴻章：  

“茲職道廷於初九日由津抵局，適太古行東英

商施懷雅(J. S. Swire)，船東賀利施兩人於十四

日自漢口回滬，來局晤會，職道廷、潤會同接

見，施懷雅等亦以搶裝跌價，虧折太多，深知

職局有各省大憲保護，爭衡無益，必得終歸和

好，兩有所裨。[⋯⋯]自十六至二十一日反複議

論，直到二十二日始行定議，立約三年，五訂章

程簽字。[⋯⋯]無論商局船之多寡，其水腳總以

商局得五五之數，太古得四五之數。[⋯⋯]即以

外國之正月初一日起，即中國之十一月二十八日

為始。[⋯⋯]來年生意起色可期。” (135) 這樣，

第一次齊價合同就簽訂了。

第二次〈齊價合同〉。“1882年前後，輪船

招商局與外資輪船公司的競爭再度激烈，招商局

與怡和、太古競爭，大減水腳，攬載數年之久，

股價日跌，每股祇沽三十餘両。” (136) 這時輪船

招商局引進太古買辦鄭觀應入局任幫辦。(137)“昨

家叔秀山面過公等與各股東盛意，囑弟辭太古入

招商局。” (138)“日昨李秋亭(金庸)，唐景星二

君傳述李傅相渝，將委弟招商局事。” (139)“乞

清憲臺劄委鄭道幫辦招商局專管攬載事宜，以資

臂助。” (140) 鄭觀應對經營船務經驗豐富，在與

外資輪船公司競爭上意見一致，主張調和。1883

年冬“及自外洋回，路經英國，乃約同怡和太古兩

行主，先後來華，再將北洋、長江、浙、閩、港、

粵輪船攬載事宜，在滬重訂合同，六年為限，俾中國

各口生意可以久固根基，推廣利益”。(141)“唐廷樞

出洋考察後，眼界為之一寬，且與太古、怡和兩

行東訂交最密三公司合同遂由以起。” (142)“招

商局與太古、怡和兩家議定，訂立六年合同，長

江生意，本局得三十八分，太古得三十五分，怡

和得二十七分。(143) 天津生意，本局得四十四分，

太古得二十八分，怡和得二十八分。其由北洋來

往各埠之船，本局派十一號，太古派十二號，怡

和派七號，禪臣派四號，所得水腳銀兩，以船之

噸位多少，里數遲速，統算均分，同心合力，不

得有跌價爭攬情事。” (144) 這樣為期六年的第二

次 〈齊價合同〉就簽訂了。

(二)對兩次〈齊價合同〉的評價

唐廷樞為首與太古、怡和簽訂的兩次〈齊價

合同〉是應該肯定的，而不像有人所說的“每次

都是在有力量爭勝對手的情況下，投靠怡和、太

古，狼狽為奸，共同扼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

的”(145)，這種評價是不客觀的，也是不符合實際

的。客觀地說，從兩次“齊價合同”的簽訂背景、

內容和產生效果來看有三個方面值得肯定。

1)它是近代我國經濟外交較成功的典範。“在

當年腐朽積弱的滿清統治下，在不平條約的箝

制下，招商局的實力，無論在技術裝備，資金運

作、公司組織等方面，明顯地是遜人一等，[⋯⋯]

在勢力並不相等的情況下，能夠促使本國政府支

援，技術精良、資金充裕的外國輪船公司，肯在

利益分配明顯是劣勢的前提下而簽訂〈齊價合

同〉，其成就實屬難能可貴。”(146) 事實上在這

場經濟外交中，招商局處於有利地位。  “據悉三

家最大的長江輪船公司經理已經達成聯盟收費的

協定。根據這項協定，運價微有提高，並按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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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分配：招商局比太古多收入10%，太古比怡和

多收入20%。此項協定將於七月一日生效。”(147) 

從上表資料來看，招商局佔了明顯的優勢。

2)它的簽訂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由競爭原則。

輪船航運業屬於資本主義現代企業，資本主義的

企業勢必遵守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和剩餘價值規

律。這是資本主義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不

論洋商、華商，創辦企業都是為了追求高額利

潤，獲取剩餘價值。[⋯⋯]怡和、太古正是在充

份估量了招商局的實際力量，又認識到自己尚無

力征服對手的情況下，才同意簽訂合同的。”(149)      

當一方無法征服對方，獨佔高額利潤時，還不如攜

手共同分享高額利潤。“三公司‘均分’運費，這

就是說把全部收入按使用的噸位的比例，分給各公

司”(150) ，“三公司在他們之間分配總利潤”(151)。

19世紀70-80年代，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向壟

斷轉變。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

段》中指出：“從自由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壟斷並

不消除競爭，而是凌駕於競爭之上，與之並存，

因而產生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

和衝突。”(152) 同時列寧認為某些大的經濟集團

為了避免兩敗俱傷有可能達成聯盟，這就是壟

斷。“從〈齊價合同〉簽訂後，局、怡、太三家

的(聯合)和鬥爭情況，充份證明了列寧論斷的正確

性，[⋯⋯]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如此，在落後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也同樣是如此；這種

壟斷組織不僅可以由一個國家內幾家主要企業所組

成，也可能是跨國的，由像怡和、太古、招商局那

樣的幾個不同國家的企業所組成。”(153)

再從1883年輪船行走各碼頭每百次應沾水腳比例

表來看：(148)

招 商 局 太　古 怡　和

天津船合同 每百次走船44分 每百次走船28分 每百次走船28分

長江船合同 　　　　   38分  　　　　  35分 　　　　   27分

福州船合同 　　　　   50分  　　　　    / 　　　　   50分

寧波船合同 　　　　   50分 　　　　   50分 　　　　     /

溫洲、宜昌 　　　　   獨走

廣東省城船 派船來省城、澳門，唯不能走香港

新加坡等處 可派船去，唯不得至加剌吉打一處 可派船走，唯不得至加利吉打

3)〈齊價合同〉的簽訂，有利招商局的事業發

展，尤其是拓展國際航運事業。“1883年〈齊價

合同〉中，水腳招商局佔多數，從此股票大漲，

每股沽價一百六十両。” (154)“它的簽訂，使招

商局得到一個停戰休整的時期，它使招商局恢復

了元氣，積累了資金，在與外資企業的爭鬥中站

穩了腳跟。” (155)“現在各口生意既可自立，極

開拓外洋生意。”(156) 於是洋行開通美國、英國、

南洋等地航線。

一是派招商局輪船首航美國，並在南洋設立

分局，招徠僑商資本。

此前，輪船招商局也曾派船前往新加坡、小

呂宋(菲律賓)、日本等處，因為那裡都有外國輪船

攬載，無法抗衡。1879年，唐廷樞決定派“合眾”

號商船試走夏威夷國的檀香山、美國的舊金山。

因為此兩處華人雲集，所以裝載客貨頗旺。1880

年，唐廷樞決定添派“美富”號輪船駛往上述兩

處，獲利頗豐。

李鴻章向朝廷奏曰：

招商局船前曾駛往新加坡、小呂宋、日本

等處，各有公司輪船攬載，未能與抗。光緒五

年，派“和眾”(號商)船試走夏威仁(夏威夷)

國之檀香山，美國之舊金山，該兩處華人雲

集，裝載客貨尚旺。六年添派“美富”輪船，

常川往來。(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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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兩江總督劉坤一亦奏曰：

至中國與泰西各國通商，船舶往來如織，

而中國尚無商船運貨前赴泰西，以分洋人之

利，現在中國已有使臣分駐英、法、俄、美、

德、日、秘及日本等國，華商若往通商，自無

慮其人地生疏，致受欺侮。惟創辦宏運，公司

另招商股置船運貨，非有鉅資，難於集事，似

宜合股，就招商局現有輪船酌量試辦，以期

事半功倍。招商局船前曾駛往新加坡、呂宋諸

處，攬裝貨物，因各該處已有英、法公司輪船

順道經過，船大行速，生意悉被攬去，且該公

司輪船，均有國主津貼鉅款，資本充足，難以

力爭；該局又擬駛赴日本，亦因該國自公司輪

船來往中國，並特減該船裝貨之稅，未能與

抗，是以暫停。

近年該局和眾輪船，試走夏威仁國之檀

香山及美國之舊金山，該兩處向無英、法公司

輪船，而華人雲集，裝貨甚旺，因又添美富一

船，更番出洋。是往外國通商，招商局業經開

辦。(158)

二是南洋設輪船招商局分局，招徠僑商資

本。自從唐廷樞等人決定派船前往小呂宋、新加

坡、日本等處之後，其攬載生意一直向東南亞拓

展，直至暹羅(泰國)的孟角(曼谷)，這主要是中國

駐該地領事陳金鍾之子陳善繼在發揮作用。陳善

繼是當地著名華商，與陳樹棠、唐廷樞、徐潤均

乃廣東同鄉，負責在外洋招股。祇可惜最初因風

氣未開，除廣東、江蘇、安徽及南洋華僑認股佔

多數外，其餘各省紳商入股者，寥若晨星。為了

擴大南洋業務，唐廷樞等決定在孟角設立分局，

並稟請李鴻章劄委陳善繼為分局董事長，並由在

孟角的候選知縣溫宗彥和商賈李汝桐等九人協助

陳善繼，廣為招股。此舉使南洋生意日見興旺，

華商入股者甚多。

李鴻章對唐廷樞等稟請批曰：

暹羅之孟角(曼谷)現經查明該處貨產繁

富，孟角一埠又有陳善繼為眾商所信服，前已

批准，即派陳善繼為局董，仰即妥籌撥船隻，

分往試走。(159)

唐廷樞在1880年記曰：

查股份資本去年帳略八十萬零六百両，以

後續招有二萬九千七百両，合八十三萬零三百両

之數。其暹羅、檀香山、舊金山華商所入之股尚

多，俟收到股銀再行彙入下屆之帳，總以湊足百

萬之數為止。(160)

負責南洋生意的怡和洋行買辦帕特遜

(Patterson)在致約翰生的信中，高度稱贊了唐廷

樞等孟角設分局以後的南洋生意：

關於南洋輪船生意，值得提出的是：招商局

對於他們的船隻迄今的盈利，感到非常滿意。我

聽說他們從廈門發出的最後一隻輪船，一個來回

足足賺了一萬元。(161)

三是派招商局的輪船首航英國。在派和眾號

輪船航行美國成功後，“六年添派美富輪船，

常川往來，臣因訂購英廠碰快船將成；遴派員

弁水手出洋驗收，飭局派海琛輪船裝載，駛往

倫敦”。 (162)〈光緒七年輪船招商局第八年辦理

情形節略〉：“海琛一船，去冬裁運北洋水師員

弁，前往英國，順在該處全換新式機器，本年八

月間可以開駛回來。”(163) 而美富號輪船首載茶

葉成功。“10月4日招商局首次派美富號輪船，

裝載茶葉，駛往倫敦。”(164)

這樣，招商局不僅穩定和發展在國內的航運

事業，而且把航運範圍擴展到南洋和歐美，其事

業呈現蓬勃發展之勢。

四、洋行買辦向民族資本家的轉化

從1873年唐廷樞脫離洋行買辦，於困境中接

管輪船招商局，到1885年憤辭輪船招商局共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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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間。其間他完成了由一個洋行買辦向民族資

本家的轉變。正如毛澤東所說：“帝國主義給中

國造成了買辦制度”，同時又“造成了中國的民

族工業，造成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165)，“買

辦資本是民族資本的對立物。但是在帝國主義侵

略的條件下產生民族資本，卻又不能割斷與買辦資本

的聯繫，相反，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時期，大量地

存在買辦資本向民族資本的轉化”。(166) 唐廷樞就是

在這種背景下由買辦向民族資本家轉化的。而發

展壯大民族資本，收回利權的愛國行動，按照現

代企業的運作方式經營輪船招商局等，則是這種

轉化的集中表現。

(一)發展壯大民族資本

招商局作為股份制的商辦企業，它本身的發

展壯大就是民族資本發展壯大的集中表現。1872

年創辦時，僅有輪船四艘，2,319噸，到1883年，

已有輪船二十六艘，33,378噸，船隻增長5.5倍，

噸位增長14倍。資本總額從五十九萬九千両增加

到五百三十三萬両，增長了8.5倍。在短短十年

間，經營規模不斷擴大，運輸能力不斷增強，建

成一支與外洋輪船抗衡的商業船隊，中國商輪遠

航海外。另外看表一和表二，更能說明問題。

〔表一〕輪船招商局船隊噸位，1872-1884年(167)

〔表二〕輪船招商局資本額1873-1884年(168)

年 份 資本額 年淨增 增長率

1873(1-6月) 60,000 60,000 100.00

1873-1874 476,000 416,000 694.00

1874-1875 602,400 126,400 26.55

1875-1876 685,510 83,110 13.80

1876-1877 730,000 44,490 9.20

1877-1878 751,000 20,900 2.86

1878-1879 800,600 9,600 6.60

1879-1880 830,300 29,700 37.00

1880-1881 1,000,000 169,700 20.43

1881-1882 1,000,000 0 0

1882-1883 2,000,000 1,000,000 100.00

1883-1884 2,000,000 0 0

唐廷樞從1873年到1884年的十年時間內，成

功地發展壯大了中國第一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

唐廷樞、徐潤等人管理時的輪船招商局，“是一個

民族性很強的資本主義企業，所以〈齊價合同〉

在這段時期對招商局所具有的積極維護作用，實

質也就是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所具有的促進

作用”。 (169) 其中除李鴻章及政府的支持外，唐

廷樞本人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二)收回利權的愛國行動

唐廷樞創辦輪船招商局，利用中國輪船與洋

商抗衡，保護了中國人的水上利權，這是愛國的民

族意識的體現。19世紀60年代，中國內江外河的航

運事業，已為外商壟斷，但自1873年唐廷樞接管輪

船招商局後，情況大不一樣了。據有人在1873年的

統計，在輪船招商局創設之前，洋人在華航運公司

每年得利銀七百八十七萬七千餘両，輪船招商局開

辦以後的三年中，因洋船少裝貨客，洋商少得利約

一萬三千餘両。曾經在中國創立最早、大發橫財、

不可一勢的美國旗昌輪船公司也於1877年被輪船招

商局以二百二十萬両全部買下。特別是它在長江各

埠以及上海、天津、寧波各處的碼頭、客棧按國際

年 份 船 隻 噸 位

1872 1 619

1873 4 2,319

1874 6 4,088

1875 9 7,834

1876 11 11,854

1877 29 30,528

1878 25 26,916

1879 25 26,916

1880 26 28,255

1881 26 27,827

1882 26 29,474

1883 26 33,378

1884 26 3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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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例全部收回，這實際上就是把列強憑藉平均條

約以不合理價格佔有的利權巧妙地重新收回。兩

次〈齊價合同〉的簽訂，有利於保護民族工業，

在強手的競爭面前不至於失敗，反而能生存發展

壯大，實質上就是收回了部分利權。正如夏東元

先生所認為的那樣：“在長夜難明的舊中國，在

外國輪船充塞中國江河湖海，而清政府毫無能力

將它們趕出國門的情況下，基本代表中國民族資

本力量的輪船招商局，在與洋商劇烈爭鬥的過程

中，為了保存和壯大自己，除了採取時鬥時合，

必要時與洋商簽訂暫時的停戰協定外，還能叫它

有甚麼更好的辦法呢？對輪船招商局這種在艱難

困境中頑強掙扎的民族性很強的航運企業，我們

有甚麼理由不對它表示應有的同情和肯定，而去作

過多過分鞭笞呢？”(170) 創設招商局十幾年來，中

國商民得到了減價的利益，而少被洋人佔去的運輸

費何止千萬？這實在是收回利權的重要措施。從收

回利權的過程來看，充份體現了唐廷樞的愛國心民

族情。“唐廷樞等買辦將大部分家財投入，傾盡全

力去從事祖國航運業的國民經濟建設，最終促成‘

民族資本的出現，這是可歌可泣的’。而且他一方

面能夠把中國商人和中國政府的資源或財力結合起

來，另一方面也摻和了歐洲人與美國人的實際知

識，他既愛國，又着眼於世界。”(171)

(三)成功創辦近代第一個大型現代資本主義

企業

唐廷樞把自己所擁有的國際經濟知識、業

務經驗、技術水平等運用於現代企業，把“公司

制”、“股份制”、“保險制”等現代企業的運

作模式引進現代企業管理，把擁有先進技術和現

代思想的人才引進輪船招商局，成功地創辦了中

國近代第一個大型的現代資本主義企業。

唐廷樞的成功“在於他成功地組織商業資本

列入合營公司，向公眾發行股票”(172)。唐廷樞

的公司制和股份制，或者說公司制加股份制，成

功地托起了一個現代企業，而且是中國人自辦的

第一個大型的資本主義企業。“在唐景星和徐潤

於1873年7月負責輪船招商局以後不久，招商局

的實收資本增加很快，到1874年差不多達到五

十萬両，到1880年達到一百萬両，在1881-1883

年期間，對公司的股票求過於供，特別在1882

年，公司很快籌足了其被批准的資本額二百萬

両。”(173) 1883年“股票大漲，每股沽價一百六

十両。”(174) 它之所以成功，《劍橋中國晚清史》

這樣評價：“輪船局深受私人投資者歡迎，至少

有兩個原因。第一，唐景星和徐潤操有實權，特

別是在1882-1883年之間李鴻章的官方代表盛宣懷

暫時重新調任別處時更是如此。(175) 第二，採取等

着瞧態度的商人投資者被回收的利潤以及李鴻章

的寬厚的庇護制度所打動。” (176) 費正清先生經

過對輪船招商局的分析得出的這兩個原因，基本

概括了唐廷樞作為一個現代工業管理者和企業家

的成功之處。“唐景星和徐潤操有實權”，說明

當時的中國商人相信唐廷樞等，輪船招商局 “不難

找到為數眾多的股東，祇要他們知道這個公司是由

唐景星在妥善地加以管理”(177)。“在上海的美國商

人預料唐景星的輪船公司將比怡和更為成功。”(178)

事實上“其最初附股之人，固由唐廷樞的招至，即

後來買受者，廷樞亦大半相識”(179)，說明當時的股

東主要是奔着唐廷樞的信譽和威望而來的。誠然，

唐廷樞作為買辦出身的企業家，“以其主動精神將

所有的生產要素聚合在一起，熊彼特的經濟發展

理論認為，企業家的冒險和創新精神是起着至關

重要的作用的”(180)。唐廷樞用甚麼辦法將各種生

產要素組成新的聚合呢？“他們不僅自己在近代

企業中投資，而且還用各種新方法籌集大筆的資

本。這些資本是近代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須臾不

可離的。他和(他的同伴)徐潤、鄭觀應成功地使用

了合股制度的辦法。”(181) 正如徐潤後來所說：“於

人心未甚深信之際，集此鉅款，頗非易易。”(182)

唐廷樞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在於他“樂

於承擔風險”，也就是說具有一種特有的冒險

精神和創新精神，在於他對新思想很敏感並易

於接受。以創辦仁濟和保險公司為例就可以看

出。“條約口岸是中國最早推行近代保險業的，

買辦在那裡經商，很快地認識到保險的便利和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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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183) 唐廷樞和徐潤於1876年創辦仁和水險

公司，1878年創辦濟和水險公司，1886年合併後更

名為仁濟和保險有限公司。由此觀之，唐廷樞“作

為一個資金提供者，精明強幹的管理者，風險承擔

者和革新者，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企業家”(184)。企

業家祇能取信於民，尤其是作為企業家的唐廷樞

能以誠信為原則，兌現入股分紅，吸引着商人投

資，“第三年雖然發(給)紅利10%，但招商局賬面

顯示，虧損三萬五千両”(185)，即使虧損，咬緊牙

關也要發給紅利。“招商局允諾付給附屬一家保險公

司的股東每年15%的股息”(186)。即使1877-1878年，

在與太古公司激烈競爭的前提下，“除了彌補先前

所蒙受的虧損外，還得到能夠發給10%的紅利這樣

的總成績”(187)。由於講信用，輪船招商局生意越

來越紅火，“每股一百両的老股股息在最初九年

收益共達100%，1882年市場上每股已值二百二十

両以上。因此在最初九年，股東享有每年平均20%

的收益。(188) 具體情況見以下兩表：

〔表一〕輪船招商局股息分配1873-1883年(189)

  輪船招商局的成功，還要歸結於唐廷樞本身

的豐富知識、能力和用人。“如果唐景星對招商

局的高效率管理，應歸結他對輪運業務的專門知

識，那麼在其它企業裡他作為一個有效的管理者所

表現的才能，則應歸結他對整個經商習慣的廣泛知

識，這些主要是在他擔任買辦時獲得的。”(191)

唐廷樞的用人打破了封建的官僚習氣和用人

上的裙帶關係，使用懂技術和精明強幹的外國技

術人員和買辦，對他的事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幫

助作用。

唐廷樞得到了許多外國船長、工程師，特別

是史柏丁(CD. R. Spedding)的支持。上海的一家

報紙注意到唐景星的外籍僱員同上海的任何外資

輪船公司僱員一樣“能幹和值得信賴”。“在唐

景星提名的招商局的六個商董中，其中三人為買

辦是可以確定的，即徐潤、劉紹宗和陳樹棠，這

些人個個都是精明強幹的商人。”(192) 徐潤寶順

洋行買辦，但“旗昌洋行在1873年因其是個能

幹的商人，曾想僱傭他擔任上海的買辦。劉紹棠

是瓊記在漢口的買辦，他是一個幹練的商人”。 

C. D. 威廉(瓊記在漢口的代理人)始終對他極為信

任，認為他是“精力充沛和容易親近的人”(193)。

正是這些外國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精明的買辦

幫他經營，出謀劃策，才使唐廷樞能高效率地經

營這一資本主義的現代企業，而且十年間越辦越

好，充分體現了唐廷樞作為一名實業家的才幹和

用人的眼光。

管理就是用人的技巧。唐廷樞在管理輪船招

商局過程中，堅持以人為中心，運用了“通過別

人來做工作”的技巧。他把技術工作交給外國船

長、工程師，特別是像史柏丁這樣的船長兼工程

師的船舶管理與技術專家。他在經濟上給予史柏

丁以支持，附股史柏丁船長的“滿州號”輪船，

技術上特別倚重、充份利用史柏丁的技術專長。

在“拉普蒂克”號輪船的法律問題上，唐廷樞依

賴吏柏丁的技術在法庭上勝訴，為輪船招商局挽

回重大的經濟損失。在管理上他倚重買辦出身的

人材。徐潤、劉紹宗、陳樹棠等，不僅具有現代

年  份 官利(%) 餘利(%)

1873-1874 10 —

1874-1875 10 5

1875-1876 10 —

1876-1877 10 —

1878-1879 10 —

1879-1880 10 —

1880-1881 10 10

1881-1882 10 —

1882-1883 10 10

1883-1884 10 —

〔表二〕1882年輪船招商局股票市場價格(190)

1882年各種票面額 每股價格(両)

  2月01日 220.0

  6月12日 250.0

  8月15日 248.0

  8月28日 242.5

  9月26日 253.0

12月 231.0

票面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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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知識和專長，而且非常精明能幹。唐廷樞用

人技巧還表現在用人不疑。他在入舉輪船招商局

時，要求同鄉徐潤一同入局，並且委以重任，特

別是1876年北上創辦開平煤礦時，輪船招商局的

日常工作全部由徐潤辦理，徐潤也能放開手腳大

膽幹，因此像收購旗昌輪船公司這樣的大事，徐

潤也能根據實際情況而定，使招商局獲得了很大

的主動。他的用人技術體現在他善於分權，他除

了設立招商局外，還設立十二個分局，實行分權

制，有利地調動了各分局董事的積極性，特別是

在招股困難時期，分權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總之，具有現代知識和管理經驗的唐廷樞，

在輪船招商局的管理上實現了高效率的管理，高

效率的管理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和發展；而他的

管理又體現在他的大膽用人、用能人、量才用

人、用人不疑和善於分權等用人技巧上。這就是

作為企業家的唐廷樞的成功管理訣竅。(194)

【註】

  (1)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清華學報》，1961年6

用，頁157。

  (2) “特快號”係怡和洋行航行長江的輪船。

  (3)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44。

  (4)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44：1863年4月8日 J. 

惠代爾致香港怡和洋行經理帕塞維(A. Perceval)的信。

  (5)  徐潤《徐潤年譜》，頁11-12。

   (6)  (7)  (8)  (9)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64；頁

164；頁145；頁145。 

  (10)  怡和買辦，浙江寧波人。〔美〕郝延平著《19世紀的中

國買辦——東西間橋樑》，頁189，李榮昌等譯，上海

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

  (11)  按計算應為十萬零八両。

  (12)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57-158。

  (13)  楊坊的商號名稱。

  (14)  (15)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58；頁159。

  (16)  (美) 郝延平《19世紀的中國買辦—— 東西間橋樑》，頁

102-103。

  (17)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48。《申報》1873年4

月2日。

  (18)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54。

  (19)  註：繳納鹽稅未計在引商成本之內。

  (20)  怡和買辦，葉記係譯音。

  (21)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60-161。

  (22)  庚裕號即庚裕當鋪。

  (23)  阿李怡和買辦，係譯音。

  (24)  (25)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61；頁168。

  (26) 《捷報》1882年3月15日，頁294；1882年3月1日，頁238。

  (27)  (28)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66；頁167。

  (29)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68，C. Forbes 亦 W. 

Frebes。

  (30)  (31)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68；頁167。

  (32) 《捷報》，1897年9月3日，頁459-460。

  (33)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67。羅拿係譯音。

  (34)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68，“久綏”等船名

均係譯音。

  (35)  (36)  (37)  (38)  (39)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

168；頁168；頁156；頁168；頁93。

  (40)  汪敬虞《唐廷樞研究》附錄〈唐廷樞年譜〉，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83年版，頁165。

  (41) 《申報》1872年7月17日。

  (42) 《捷報》，1874年10月22日，頁399。

  (43)  唐有淦編著《從洋行買辦到民族資本家》，珠海市政協

文史資料委員會、珠海市香洲區政協文史委員會聯合

編印，1995年版，頁18。

  (44)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67，船名均係洋名。

  (45)  (英)于德利〈中國進步的標記〉，張雁行摘譯，中國史學

會主編《洋務運動》(8)，頁455。

  (46)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49-150。原文為“每一

家至少提供了兩chops茶葉，按chops為茶葉出口之單

位。(chops平均為600等日)。

  (47)  (48)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54-155；頁146。

  (49) 《字林西報》1867年4月29日，1867年4月12日怡和洋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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